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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

王龙林


　　 【内容提要】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土耳其数个伊斯兰政党次第

崛起。不同的人分别从宗教特性、政治和经济等角度分析了出现该现象

的原因。借鉴前人的探索，本文选择从城镇化的视角对土耳其政治伊斯

兰的崛起进行分析。第一，本文发现经济收入水平与伊斯兰政党支持率

呈负相关关系。第二，本文亦发现土耳其存在明显的城乡经济分化，并

进而推导出乡村居民较之城镇居民更倾向于支持伊斯兰政党的结论。第

三，土耳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经济改革后经历了大规模城镇化，原本就更

倾向于伊斯兰政党的乡村居民在移民后基本维持着既有的政治倾向。第

四，在土耳其特殊的议会选举制度下，大规模城镇化也让伊斯兰政党原

本分散在中西部省份的选票 “聚零为整”地聚集到伊斯坦布尔和安卡

拉等关键选举省份。如此，伊斯兰政党在城镇地区和全国范围内的支持

率不断上升，这一结果则最终以地区选举和全国性议会选举的胜利体现

出来。

【关键词】　城镇化　伊斯兰政党　土耳其　正发党　伊斯坦布尔

自１９８７年以来，土耳其先后有繁荣党、美德党以及正义与发展党 （ＡＫＰ，

正发党）等伊斯兰政党角逐议会选举。其中，繁荣党、美德党先后四次参加全

国大选，繁荣党经过三次选举便从土耳其第五大政党一跃成为第一大政党。在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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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党解散后，美德党曾于 １９９９年参加选举并成为议会第三大党。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正发党更是连续四次力压共和人民党 （ＣＨＰ，共人党）赢得土耳其议会选
举 （见图１），成为中东地区极为瞩目的政治现象。这不免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即为何伊斯兰政党能够在土耳其反复崛起？

图１　正发党与共人党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四次全国大选得票率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ＡｋｐａｒｔｉＥｎｇｌｉｓ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ｋｐａｒｔｉｏｒｇｔｒ／ｅｎｇ

ｌｉｓｈ／ｓｅｃｉｍｌｅｒ／ｇｅｎｅｌ／２０１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２，２０１７）；Ｍａｎｕｅｌ?ｌｖａｒｅｚＲｉｖｅｒａ，“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ｎ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ＴｕｒｋｉｓｈＧｒ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

ｅｓｏｒｇ／ｔｒ／数据制图。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鉴于土耳其在中东北非地区的重要性，学界对伊斯兰政党在土耳其崛起问题

的研究颇为重视，总的来看，学界大致从伊斯兰教特性、经济、政治、社会结构

及个人因素５个角度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第一，不少学者认为，伊斯兰政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崛起主要是得益于其宗教

背景，或者说其 “伊斯兰属性”。相较之世俗主义政党的思想，伊斯兰教的宗教

教义能够更好地克服阶级、族群和性别差异并将这些政治力量团结起来。① 因

此，在绝大多数民众都是穆斯林的国家和社会，以宗教的名义宣扬政治议程显然

更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与之同时，调研报告也的确发现，在土耳其国民主要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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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ａｎｓｏｏｒＭｏａｄｄｅｌ，Ｃｌａｓ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Ｉｒａｎｉａ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１９－２４



份认同中，将穆斯林界定为第一身份的人数已经大幅上升并远远超过自认为是土

耳其人和土耳其国民的人数 （见图２）。换言之，土耳其民众正在变得越来越穆
斯林化。① 在这种情形下，伊斯兰政党的群众基础势必随之增加，这自然也就解

释了为什么土耳其伊斯兰政党能够反复崛起。

图２　土耳其国民主要身份认同
资料来源：ＡｎｇｅｌＲａｂａｓａａｎｄＬａｒｒａｂｅｅＦＳｔｅｐｈｅｎ，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ｓｌａｍ

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Ｔｈｅ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ｐ２３

第二，另有不少学者认为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从根本上讲仍然是经济问

题。首先，部分学者认为崛起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长期停滞和财富分配高度失

衡。卡拉克奇 （ＥｋｒｅｍＫａｒａｋｏ）和巴席侃 （ＢｉｒｏｌＢａ爧ｋａｎ）根据对包括土耳其在
内的４０个国家的调研结果发现，经济分配不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往往会提升民众对
宗教在政治中的角色的积极认知。换言之，经济不公会导致民众对伊斯兰政党的

支持度提升，对底层民众而言，这一趋势尤为明显。② 另外，部分学者则反过来

认为经济治理的成功是伊斯兰政党不断崛起和长期执政的主因。一方面，土耳其

２０世纪末以来的出口导向 （ｅｘｐｏｒ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改革使得在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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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２，ｐ１４

ＥｋｒｅｍＫａｒａｋｏａｎｄＢｉｒｏｌＢａ爧ｋａ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ＨｏｗＤｏｅｓ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ｆｆｅｃｔ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５，ｎｏ２，ｐｐ１５３２－１５３５



（ｉｍｐｏｒｔ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中被边缘化的中小城市和安纳托利亚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大

量对伊斯兰教极其 “虔诚的中产阶级” （Ｄｅｖｏｕｔ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随之产生。① 在这

种背景下，“虔诚的中产阶级”和伊斯兰政党成为天然的盟友。而在联盟的过程

中，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意识形态也逐渐温和化。② 另一方面，伊斯兰政党治下

的经济成功则进一步强化了其执政基础。奥马尔·塔石波纳 （?ｍｅｒＴａ爧ｐｎａｒ）

在分析土耳其正发党的时候就指出，并没有什么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崛起，正发党

不断赢得选举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执政期内成功的经济政策。土耳其多数选民其实

并不关心政党的意识形态倾向，“面包—黄油”才是选民们的最大关切。因此，

埃尔多安执政时期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利的改善 （尤其是医疗保险和住房福利）

都促使选民一如既往地支持正发党。③

第三，一部分学者认为土耳其相对宽容的政治环境才是该国伊斯兰政党崛起

的主因。所谓的 “融入与温和化假设”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认为，

随着国内政治的自由化，伊斯兰政党继续推行激进路线的成本递增，而接受并融

入既有政治体制的收益却随之上升。因此，不少伊斯兰政党在政治自由化的过程

中选择了后者，而且伊斯兰政党还在融入既有政治体制的过程中逐渐转变了意识

形态。如此循环往复，伊斯兰政党反复崛起的概率逐渐增大。④ 比如，有观察者

就指出，虽然土耳其政府反复取缔一些伊斯兰政党，但并未完全禁止新的伊斯兰

政党的组建，也未禁止其参加选举。伊斯兰政党往往可以在部分修正其意识形态

和政策方针后就改头换面，东山再起。⑤

第四，社会结构是分析土耳其伊斯兰政党崛起的主要角度之一。不少学者认

为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中东国家青年人口比例过高也是诱发政治动乱和政治伊斯兰

崛起的深层次原因。因为，“青年人口暴增”（ｙｏｕｔｈｂｕｌｇｅ）本身就在较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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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下，主要的受益者往往是与政府有裙带关系或者各种联系的利益集团或个

人，主要的受益地区则是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参见 ＳｅｂｎｅｍＧｕｍｕｓｃｕ， “Ｃｌａｓｓ，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ｙ：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Ｆａｃ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ａｎｄＥｇｙｐｔ，”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７，ｐｐ８３９－
８４０。

ＳｅｂｎｅｍＧｕｍｕｓｃｕ， “Ｃｌａｓｓ，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ｙ：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Ｆａｃ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ａｎｄＥ
ｇｙｐｔ，”ｐ８５６

?ｍｅｒＴａ爧ｐｎａｒ，“Ｔｕｒｋｅｙ：Ｔｈｅ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２００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ｕｒｋｅｙｔｈｅｎｅｗｍｏｄｅｌ／

ＳｅｂｎｅｍＧｕｍｕｓｃｕ， “Ｃｌａｓｓ，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ｙ：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Ｆａｃ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ａｎｄＥ
ｇｙｐｔ，”ｐ８３６

?ｍｅｒＴａ爧ｐｎａｒ，“Ｔｕｒｋｅｙ：Ｔｈｅ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２００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ｕｒｋｅｙｔｈｅｎｅｗｍｏｄｅｌ／



不利于社会稳定。如果青年人口暴增的同时还伴随着经济下行和失业增加等状

况，政治动乱和武装冲突发生的概率就将显著上升。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土耳
其的社会结构无疑恰好符合该解释。

第五，也有不少学者从个人角度 （克里斯玛／超凡魅力领袖）分析了正发党
持续选举胜利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正发党领袖雷杰普·埃尔多安极其善于公开

演讲的个人风格是该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笔者在访谈康奈尔大学土耳其史学

者莫斯塔法·米纳威 （ＭｏｓｔａｆａＭｉｎａｗｉ）时，他就明确表示埃尔多安深谙普通大
众的喜好，极善于利用公开演讲、提供免费食品等民粹主义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的方式
来笼络土耳其选民，这和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的原因如出一辙。②

显然，上述五种解释方式均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土耳其伊斯兰政党崛起的

原因。不过，美国华盛顿近东研究所土耳其项目主任索奈西·恰普泰 （Ｓｏｎｅｒ
ａａｐｔａｙ）的初步观察对本文的启发最大。恰普泰注意到，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大
量土耳其乡村居民 （土耳其语：ｖａｒｏ爧）迁入城市并构成了城市人口的主体。这
些移民一方面在经济上相对富裕，但在社会态度上却又相对保守，是非城非乡的

“城市乡村人”（土耳其语：ｋｅｎｔｌｉｋｒｓａｌ）。这些 “城市乡村人”对宗教较为虔诚

并持保守的社会态度，对世俗政党的左右翼均无兴趣，遂逐渐成为正发党的

票仓。③

遗憾的是，恰普泰并未深入论述城镇化与土耳其伊斯兰政党崛起之间可能存

在的因果关系。因此，在恰普泰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集中从城镇化的角度

来深入分析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

为证明恰普泰等人观察到的城镇化与伊斯兰政党崛起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

将分别证明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收入差异与个人的政治倾向有极强的相关关系，即经济收入越低

便越倾向于支持伊斯兰政党，反之则不然。

第二，土耳其城乡居民之间存在明显的收入差异。结合第一点及第二点可

知，城乡差异会导致城乡居民对伊斯兰政党支持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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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ｎｒｉｋＵｒｄａｌ，ＴｈｅＤｅｖｉｌｉｎ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ＹｏｕｔｈＢｕｌｇｅｓｏ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ｒｍｅ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１９５０－２０００，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４，ｐｐ１－２

笔者于２０１６年８月对米纳威教授的访谈。
Ｓｏｎｅｒａａｐｔａｙ，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Ｔｈ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ＮｅａｒＥａｓｔＰｏｌｉｃｙ，

ｐ２１土耳其语以及更广泛的突厥语族中 “ｋｅｎｔ”表示 “城市” “城镇”。比如乌兹别克斯坦首都 “塔什

干”（Ｔａ爧ｋｅｎｔ）中的 “ｔａ爧”表示 “石头”，“ｔａ爧”与 “ｋｅｎｔ”组成的 “ｔａ爧ｋｅｎｔ”即为 “石头城”的意思。

“ｋｅｎｔｌｉ”表示 “城市居民”，“ｋｒｓａｌ”则表示 “乡村居民”。



第三，土耳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经历了大规模的城镇化。为谋求更好的经
济、教育、社会机会，大量乡村居民在城镇化进程中涌入城镇地区并构成了城镇

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第四，乡村居民在进入城镇地区后并未快速融入，而是基本继续保持其原有

政治倾向。因此，城镇地区的乡村居民逐渐成为伊斯兰政党的群众基础，伊斯兰

政党崛起的可能性便随之增大。

图３　本文的核心假设及论证逻辑示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结合以上论证逻辑，本文将综合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一

方面，土耳其不少关键指标和数据均定时规范发布，借助对这些关键指标和数据

的量化研究，文章的部分论证过程和论证结果会更加明了清晰。另一方面，在论

证和考察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不可量化而更适合利用常规的政治、历史和哲学归

纳、演绎等研究方法的地方。因此，本文也将在不便于量化研究的部分进行定性

研究。

二　贫富分化与政治伊斯兰倾向的分化

首先，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是否意味着政治倾向的分化呢？具体到本文的

研究问题而言，不同收入水平的土耳其选民对伊斯兰政党的态度是否有所不

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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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步检验
为此，笔者搜集了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１年以及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土耳其

各省 （土耳其语：ｉｌ）人均 ＧＤＰ以及同期正发党的各省得票率数据并对两个变
量之间的线性关系作了初步检验。

图４　土耳其各省正发党得票率与该省人均ＧＤＰ相关关系初步检验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Ｍａｎｕｅｌ?ｌｖａｒｅｚＲｉｖｅｒａ，“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ｏ

ｔｈｅＴｕｒｋｉｓｈＧｒ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ｒｇ／ｔｒ／；Ｔｕｒｋｉｓ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ｌＢａｚｎｄａＧａｙｒｉｓａｆｉＹｕｒｔｉｉＨａｓｌａ，２００４－２０１４（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间各省人均收入），ｈｔ

ｔｐ：／／ｗｗｗｔｕｉｋｇｏｖｔｒ／ＭｅｔａＶｅｒｉｄｏ？ｉｄ＝２４９２０＆ｆｒａｍｅ＝ｔｒｕｅ信息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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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４可以发现，整体而言，得票率越高的省份的人均 ＧＤＰ的确就越低

（反之亦然）。但即便如此，四组相关关系图中存在的不少异常数据组非常值得

关注：迪亚巴克尔 （Ｄｉｙａｒｂａｋｒ）、通杰利 （Ｔｕｎｃｅｌｉ）、哈卡里 （Ｈａｋｋｒｉ）等东南

省份人均收入很低但正发党的得票率也很低；与其情形恰好相反，伊斯坦布尔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安卡拉 （Ａｎｋａｒａ）、科贾埃利 （Ｋｏｃａｅｌｉ）等省份虽然人均收入很高，

但正发党在这些省的得票率却偏高。① 这似乎表明人均收入与正发党得票率之间

的线性相关关系并不明显。

众所周知，在统计学中，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是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线性相关

关系的简易指标之一。为了检验上述感性认知是否正确，笔者进一步分别计算了

四组数据的Ｐ值。如表１所示，四组数据的Ｐ值分别为：０５７４８８６、００１０９３５１、

０１４４３６９以及０９４８７６７。根据常识，Ｐ值低于００５才能初步证明变量之间存在

线性相关关系。可见，这四组相关关系中，仅２００７年较好地契合本文所试图证

实存在的 “线性相关”。Ｐ值的检验结果似乎再度验证了初步感性认知。

　表１ 四组数据的相关关系数据②

拟合优度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２００２年 ０００３９９９２ ０５７４８８６

２００７年 ００７９１７８７ ００１０９３５１

２０１１年 ００２６７７７４ ０１４４３６９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５２５９ｅ－０５ ０９４８７６７

　　资料来源：根据以上数据计算。

（二）剔除离群值后再度检验
如上所述，东南诸省、西部沿海诸省以及首都安卡拉等省份均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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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括号中的名称皆为土耳其语。

所谓 “拟合优度”又称 “决定系数”，即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记为 Ｒ２或 ｒ２。在统计学中，
“拟合优度”是检验模型解释力的一个工具。决定系数的值位于０到１００％之间，其值表示模型所能解释
的结果变量的比例。换言之，其值越接近１００％就表示模型越具有解释力。若该值为１００％则意味着所有
的结果变量都能由该模型解释。参见Ｄａｖｉｄ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ＲｏｂｅｒｔＰｉｓａｎｉ，ａｎｄＲｏｇｅｒＰｕｒｖｅ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ＷＷＮｏｒｔ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７，ｐｐ１２５－１２８。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同样是统计学中的一个重要检验工具。一般
认为，如果Ｐ值小于等于００５则意味着检验中的原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存在某种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
且与 “决定系数”相反，Ｐ值越小意味着相关关系越显著。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质疑００５这一数据门槛
甚至Ｐ值本身的科学性。参见ＲｏｎａｌｄＬＷａｓｓｅｒｓｔｅｉｎ，ａｎｄＮｉｃｏｌｅＡＬａｚａｒ，“ＴｈｅＡＳＡ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ＰＶａｌｕｅ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Ｐｕｒｐｏｓｅ，”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ｉａｎ，ｖｏｌ７０，ｎｏ２，２０１６，ｐｐ１２９－１３３。



“离群值”（ｏｕｔｌｉｅｒ）。离群值往往会扰乱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可能的情
况下，科学地剔除离群值能够更好地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① 因此，本文将

尝试剔除东南诸省以及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大城市以再度检验四组数据之间的

线性相关关系。

１东南诸省 （库尔德人聚居区）的剔除

东南诸省收入水平普遍较低，但正发党在这些省份的得票率也偏低。东南诸

省为什么与土耳其其他多数省份如此迥异呢？对土耳其国内政治稍加考察就发

现，该国东南部是库尔德人聚居区。② 自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库尔德人便是

该国最大的少数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由于库尔德人人口众多且有分离倾向，土
耳其政府长期以来均不在其人口统计中将库尔德人单列出来。当下，人们只能通

过调研等方式对其人口总量进行大致估算。据估算，库尔德人的人口约占土耳其

总人口的１８％左右，亦即１４００万左右。③ 包括迪亚巴克尔、通杰利、哈卡里、
马尔丁、舍尔纳克、锡尔特、巴特曼、比特利斯、凡城、厄德尔、阿勒、穆什在

内的东南诸省皆为库尔德人聚居省份。

由于文化、族群、政治、宗教等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库尔德人与土耳

其政府的矛盾迟迟未能化解。在图尔古特·厄扎尔担任总理之前，土耳其政府有

意将库尔德人称为 “山地土耳其人”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ｕｒｋｓ）以否定其独立族群属性，
库尔德语教育、电台、出版物也长期遭到禁止。１９８４年开始，库尔德工人党
（库尔德语：ＰａｒｔｉｙａＫａｒｋｅｒêｎ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ê，ＰＫＫ）成立并开始进行武装斗争。④ 持
续不断的武装斗争以及土耳其东南诸省本身地形多山区等自然因素导致库尔德人

聚居诸省的人均收入水平远低于全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政治上，大量库尔德人政

党及独立候选人的持续存在，使得库尔德人聚居的土耳其东南诸省一直以来都是

这些政党和独立候选人的票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人民工人党 （ＨＥＰ）、民
主党 （ＤＥＰ）、民主人民党 （ＤＥＨＡＰ）、民众民主党 （ＨＡＤＥＰ）以及人民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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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Ｄａｖｉｄ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ＲｏｂｅｒｔＰｉｓａｎｉ，ａｎｄＲｏｇｅｒＰｕｒｖｅ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４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ＷＮｏｒｔ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７，ｐ１４７

据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 （Ｘｅｎｏｐｈｏｎ）记载，早在公元前５世纪，库尔德人便已经定居在安纳托
利亚地区的东南部。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ｔ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Ｄｉｖｉｎ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ｈｔｔｐｓ：／／
ｒｌｐｈｄ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ｆａｑ／ｋｕｒｄｓｔｕｒｋｅｙ巴黎库尔德人研究所 （Ｋｕｒｄｉｓ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ａｒｉｓ）的估计则多至１５００
万—２０００万人。参见Ｋｕｒｄｉｓ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ａｒｉｓ，ＴｈｅＫｕｒｄｉｓｈ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ｋｕｒｄｅｏｒｇ／ｅｎ／ｉｎ
ｆｏ／ｔｈｅｋｕｒｄｉｓｈ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２３２５５１００４。

ＨｅｌｅｎＣｈａｐｉｎＭｅｔｚ，Ｔｕｒｋｅｙ：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ｔｕｄ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ｐｐ９８－１００



（ＨＤＰ）等库尔德人政党先后成立。① 其中，人民民主党曾参加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９年
全国议会选举，民主人民党曾参加土耳其２００２年全国议会选举，② 人民民主党

（ＨＤＰ）曾参加２０１５年全国议会选举。③

笔者考察了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土耳其全国议会选举数据，发现正发党在东南诸

省的得票率一直偏低。如图５所示，在２００２年土耳其全国议会选举中，正发党

全国平均得票率为３４３０％。与之同时，代表库尔德人的区域性政党民主人民党
（ＤＥＨＡＰ）横扫东南诸省，正发党在这些省份的平均得票率仅为１７０５％。④ 如

果剔除这１２个省份，正发党在其余６９个省份的平均得票率则为３５３２％。可见，

库尔德人聚居的省份拉低了正发党在土耳其全国的平均得票率。

另外，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１年的全国议会选举中，库尔德人政党抛弃了以往以

政党形式参选的做法而改为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这有效规避了政党必须至

少获得全国１０％的选票才能在议会获得席位的门槛。这些独立候选人在２００７年
的选举中仅以５２４％的全国得票率便赢得了２６个议会席位。在２０１１年的选举

中，库尔德人独立候选人更是以６５７％的得票率赢得了３５个议会席位。虽然受

独立候选人选票分散等因素的影响，正发党在东南诸省的得票率有所上升，但整

体而言，正发党在这些省份的得票率仍然低于其在全国范围内以及剔除这些省份

后的 ６９省的得票率。在 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的选举中，库尔德人政党人民民主党
（ＨＤＰ）重新以政党的形式参选并历史性地突破了１０％的最低门槛。人民民主党

在东南诸省的胜利导致了正发党在这一地区得票率的再度走低。如图５所示，正

发党在此次选举中仅仅在东南１２省得到２６９３％的选票，而其在全国以及除东
南诸省之外的６９省的得票率却分别高达４９５％以及５１１０％。简言之，与土耳

其其他多数省份不同，一方面，库尔德人聚居的东南诸省经济状况较差；另一方

面，库尔德人政党和独立候选人的持续存在则使得全国性政党始终无法在该地区

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可见，库尔德人聚居的东南诸省的选举政治业已形成了自

己的 “小气候”。本文试图考察的经济发展、城镇化等变量对这一地区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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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由于政治原因，上述的多数政党存在时间较短，且均遭到政府禁止。

其中，民众民主党 （ＨＡＤＥＰ）已经于２００３年解散。
土耳其选举法规定，政党必须至少获得全国１０％的选票才能在议会获得席位。这一门槛对于库尔

德人政党而言颇为苛刻，而独立候选人则不受此限制。因此，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１年的全国议会选举中，库
尔德人议员均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该党虽然在东南诸省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得票总数仅占全国有效选票的６２２％。这一得票率未能
达到土耳其选举法规定获得议会议席的最低得票率，即１０％的门槛。因此，民主人民党虽然在东南诸省
的选举中获得了较大的胜利，但其并未获得议会席位。



的影响微乎其微。出于考察的需要，本文可以合理地将库尔德人聚居的１２个省
份整体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

图５　正发党全国平均、库尔德人聚居１２省及库尔德人聚居

省份除外平均得票率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土耳其历年选举数据计算得来。参见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ＴｕｒｋｉｓｈＧｒ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ｒｇ／ｔｒ／。

２特殊省份的剔除
如上所述，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省份也同样与土耳其全国的选举形势大为

不同。一方面，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人均收入远超土耳

其全国的人均水平。以２００２年为例，该年度土耳其全国人均收入仅４４２３美元，
而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同期的人均收入却分别高达１０２３５美元和９３０２美元。伊
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人均收入两倍甚至数倍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这一局面直到２０１５
年也没有实质性改变。另一方面，与多数人均收入水平偏高的省份不同，安卡拉

和伊斯坦布尔对正发党的支持并没有因为其收入水平偏高而降低。

为了对比，有必要将正发党在土耳其人均收入较高的省份的平均得票率状况

进行统计。根据计算，土耳其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５年的四个年度
的人均收入分别为４４２３美元、７０９８美元、８５２７美元以及９２０２美元。下面将选
取这四个年度均超过土耳其全国人均收入的２８个省份进行分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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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８个省份分别为：安卡拉、安塔利亚、阿尔特温、巴勒克埃西尔、比莱吉克、博卢、布尔萨、布
尔杜尔、恰纳卡莱、代尼兹利、迪兹杰、埃迪尔内、埃尔津詹、埃斯基谢希尔、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

卡拉曼、开塞利、克尔克拉雷利、科贾埃利、马尼萨、穆拉、里泽、萨卡里亚、泰基尔达、通杰利、乌沙

克、亚洛瓦。



根据土耳其历年的选举和各省人均收入数据，笔者制作了如图６所示的对比
图表。不难发现，作为人均收入更高的２８个省份对正发党的支持率明显要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正发党在这２８个省份的平均得票率分别为２９６３％、４３５０％、
４８１８％和４７８３％。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全国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三个省份，
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 （以下简称 “伊安科三省”）对正发党的支持率

则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正发党在伊安科三省的平均得票率分别为 ３７９０％、
４６１５％、４９６１％和４９５８％。尤其是在２００２年的选举中，正发党在三省的平均
得票率甚至超过其全国平均水平３５个百分点。

图６　正发党在伊安科三省、２８个人均收入在平均线以上的

省份和全国的平均得票率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Ｍａｎｕｅｌ?ｌｖａｒｅｚＲｉｖｅｒａ，“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ｏ

ｔｈｅＴｕｒｋｉｓｈＧｒ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ｒｇ／ｔｒ／；Ｔｕｒｋｉｓ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ｌＢａｚｎｄａＧａｙｒｉｓａｆｉＹｕｒｔｉｉＨａｓｌａ，２００４－２０１４（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间各省人均收入），ｈｔ

ｔｐ：／／ｗｗｗｔｕｉｋｇｏｖｔｒ／ＭｅｔａＶｅｒｉｄｏ？ｉｄ＝２４９２０＆ｆｒａｍｅ＝ｔｒｕｅ信息制图。

简言之，伊安科三省对正发党的支持率不仅高于人均收入水平偏高的２８个
省份的平均值，甚至高于全国平均值。正是这个原因，伊安科三省在相关关系图

中就显得尤其 “离群”。为了使得检验更具代表性，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暂时将伊

安科三省剔除在考察范围之外。

（三）检验结果
在剔除了库尔德人聚居１２省和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三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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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土耳其自２００２年以来的四次全国议会选举中正发党的得票率和各省的人
均ＧＤＰ之间的相关关系作了第二次检验，结果如图７所示。

图７　剔除库尔德人聚居区及伊安科三省离群值后的检验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Ｍａｎｕｅｌ?ｌｖａｒｅｚＲｉｖｅｒａ，“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ｏ

ｔｈｅＴｕｒｋｉｓｈＧｒ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ｒｇ／ｔｒ／；Ｔｕｒｋｉｓ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ｌＢａｚｎｄａＧａｙｒｉｓａｆｉＹｕｒｔｉｉＨａｓｌａ，２００４－２０１４（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间各省人均收入），ｈｔ

ｔｐ：／／ｗｗｗｔｕｉｋｇｏｖｔｒ／ＭｅｔａＶｅｒｉｄｏ？ｉｄ＝２４９２０＆ｆｒａｍｅ＝ｔｒｕｅ信息制作。

据此可以计算出四组数据的具体相关关系参数，见表２。显然，四组关系数

据的Ｐ值均远小于００５，这意味着，四组数据中 “正发党得票率”和 “人均

ＧＤＰ”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均相当显著。换言之，该检验结果发现特定省份的人

均收入水平与正发党在该省的得票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关系：即人均收

入水平越高，正发党的得票率就越低。不难看出，库尔德人聚居１２省和伊安科
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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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的剔除使得其他省份的正发党得票率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显

著增强 （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１年尤其显著）。

　表２ 四组相关关系的分析数据

拟合优度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２００２年 ００７７４１６ ００２２６１７７

２００７年 ０２１１９５２ ＜００００１

２０１１年 ０２０７５８９ ００００１０６９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０１２５９２９ ０００２９８４６

　　资料来源：根据图７数据计算而来。

三　土耳其的城乡经济分化

上文的分析已证明经济收入差异与对伊斯兰政党的支持度高度相关，下面将

通过量化方法分析土耳其城乡经济分化状况。

（一）土耳其的城市与乡村
与多数国家以 “城镇人口”（ｕｒｂ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和 “乡村人口”（ｒｕｒａｌ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对整体人口分布状况进行统计不同，土耳其政府长期以来均使用 “省市

中心人口”（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ｅｎｔｅｒｓ）与 “村镇人口”（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ｏｗｎｓ／ｖｉｌｌａｇｅｓ）两大类进行统计。① ２０１２年以前，尽管统计的术语不同，但土耳

其政府的这种统计方法基本反映了该国人口的整体分布状况。据土耳其官方的统

计数据，该国在２０１１年的全国总人口为７４７２４３万人，其中所谓的 “省市中心

人口”和 “村镇人口”的比例分别为７６８％和２３２％。② 这一结果与世界银行

提供的７１２８％和２８７２％出入不大。③

２０１２年后，土耳其政府颁布的６３６０号法令使得该国的人口统计方式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根据该法令，土耳其的８１个省份被分为３０个 “大都会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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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省市中心人口的土耳其语为： ｌｖｅｉｌｅｍｅｒｋｅｚｉｎüｆｕｓｕ。“村镇人口”的土耳其语为：Ｂｅｌｄｅｖｅｋｙ
ｎüｆｕｓ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ｌｅｒｌｅＴüｒｋｉｙｅ２０１３（２０１３年土耳其统计数据），Ａｎｋａｒａ，Ｔüｒｋｉｙｅ：Ｔüｒｋｉｙ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Ｋｕｒｕｍｕ
（土耳其统计局），２０１４，ｐ１１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Ｕｒｂ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ｏｔａｌ），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ｐｕｒｂｔｏｔｌｉｎｚｓ



（土耳其语：ｂüｙüｋ爧ｅｈｉｒｂｅｌｅｄｉｙｅｌｅｒｉ）以及５１个 “其他省份”（Ｄｉｅｒｉｌ）。所有人
口超过７５万的省份皆被纳入 “大都会省份”。① 相反，人口在７５万以下的省份
则被归类为 “其他省份”。其中，３０个大都市省份的人口全部被视为城镇人口，
只有剩下的５１个 “其他省份”的人口统计中才存在部分的乡村人口。

由于这种统计学上的变动，土耳其数以万计的 “村镇”（Ｂｅｌｄｅｖｅｋｙ）行政
单位被重新归类为代表城镇建制的 “区”（ｉｌｅ）。从土耳其官方发布的 《土耳其

统计数据２０１４》数据来看，土耳其２０１２年的 “区”和 “村镇”分别是８９２个和
３６４１１个，而到了２０１３年，“区”的数量陡增至９１９个，而 “村镇”的数量则暴

跌至１８６０８个。这意味着仅仅因为统计方法的差别，土耳其约有１７８０３个 “村

镇”被纳入 “区”的类别中去了。② 由于这种统计方法与国际通行的惯例相左，

其统计的结果也与国际通行的数据大相径庭。根据该统计方法，土耳其的 “省

市中心人口”在２０１２年占比尚且为７７３％，而仅仅在修改统计办法之后的２０１３
年，这一比例就骤升至９１３％。③ 根据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等机构的标准统计方
法，土耳其的城镇人口比例截至２０１４年仅为７３４０％左右。④

可见，新的统计方法使得土耳其的城乡人口统计数据与其历史数据和国际数

据均有较大出入，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比如，３０个所谓的 “大都会省份”内部

必然也存在一定比例的乡村人口。如果笼统地将这些省份１００％的人口统一视为
“省市中心人口”，那么城镇人口就会被严重高估；相应地，乡村人口的比例则

会被严重低估。⑤ 因此，理论上不可能通过权威的渠道获得土耳其２０１２年以后
各省具体的城乡人口比例数据。但根据历史数据以及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土耳

其目前的城镇化率理应仍在７５％—８０％。换言之，土耳其尚有约２０％的人口居
住在乡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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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在土耳其语中，“爧ｅｈｉｒ”表示 “城市” “城区”，而 “ｂüｙüｋ”则表示 “大” “伟大”的意思。

Ｂüｙüｋ爧ｅｈｉｒ即 “大都会”之意。其中３０个大都会省包括：阿达纳、安卡拉、安塔利亚、艾登、巴勒克埃
西尔、布尔萨、代尼兹利、迪亚巴克尔、埃尔祖鲁姆、埃斯基谢希尔、加济安泰普、哈塔伊、梅尔辛、伊

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开塞利、科贾埃利、科尼亚、马拉蒂亚、马尼萨、卡赫拉曼马拉什、马尔丁、穆

拉、奥尔杜、萨卡里亚、萨姆松、泰基尔达、特拉布宗、尚勒乌尔法、凡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ｌｅｒｌｅＴüｒｋｉｙｅ２０１４（２０１４年土耳其统计数据），Ｔüｒｋｉｙ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Ｋｕｒｕｍｕ（土耳其统计局），
２０１５，ｐ９。

Ｔｕｒｋｉｓ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ｄｄｒｅｓｓＢａｓ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６，ｈｔｔｐ：／／
ｗｗｗｔｕｒｋｓｔａｔｇｏｖｔｒ／ＰｒｅＨａｂｅｒＢｕｌｔｅｎｌｅｒｉｄｏ；ｊｓｅｓｓｉｏｎｉｄ＝ｒｇｙｓｚｇｇｂｖｑｎｗｘｐｐｘ４ｂｈｐｔｆｐｚｘｌ９ｊ１０ｂｔｒｄｑｔｒｃｑｊｊｔｆｙ７ｙｘ１ｙ２ｗｄ！
１５６８０５６０２０？ｉｄ＝２４６３８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Ｕｒｂ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ｏｔａｌ），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ｐｕｒｂｔｏｔｌｉｎｚｓ
Ａｌｉ?ｚａｌａｒ，Ｂüｙüｋ爧ｅｈｉｒＢｅｌｅｄｉｙｅｌｉ ｌｌｅｒｄｅＫｒｖｅＫｅｎｔＮüｆｕｓｕｎｕｎＴｅｓｐｉｔｉＭüｍｋüｎｍü？（Ｉｓｉｔ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ｄｅ

ｃｉｄｅ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ｒｕｒａｌ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ｅｄｂｙ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ｐ２７１



（二）城乡差异与人均收入的分化

众多研究均认为城乡差别与收入不均之间存在直接关联。联合国经济与社会

事务部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发布的 《世界社会状况报告

２０１３》（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ｔｔｅ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称，出生地域
（Ｗｈｅｒ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ｅｂｏｒｎ）和生活地域 （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ｙｌｉｖｅ）能够持久地影响个人的
发展。相对于乡村而言，城市地区的生产力明显更高，再考虑到集聚效应，城市

的生产力比较优势被进一步扩大。因此，相对于乡村居民而言，城市居民的经济

收入更高、享受的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也更好。从全球范围来看，这种城乡差距

广泛存在，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则更为明显。在部分国家，其国内的城乡差距

甚至大于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这种持久而巨大的不均衡被称为

“空间性贫困陷阱”（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ｒａｐｓ）。①

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土耳其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之间也存在较为显著的

人均收入差距。具体而言，城镇居民的收入整体高于乡村居民。笔者选取了

２００２年的土耳其各省 “省市中心人口”与 “各省人均收入”的数据并对二者之

间的相关关系做了简单的分析，结果如图８所示。

图８　２００２年省市中心人口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
注：其中，城乡人口比例为２０００年数据；人均收入为２００４年数据。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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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ｔｔｅ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Ａｆ
ｆａｉｒｓ，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ｐ５６；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ｅ
ｇｉｏｎ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ｔｍ



可以发现，数据较为集中地分布在回归线周围，回归线斜率为正数并呈上扬

趋势。这意味着城镇化率与人均 ＧＤ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城镇化率越高该
省的人均ＧＤＰ也就越高。换言之，从微观层面来讲，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比乡
村居民更高。此外，从表３的相关关系系数可以看出，剔除库尔德人聚居的１２
个省份以后，拟合优度有部分提升，但就 Ｐ值而言，无论库尔德人聚居的省份
剔除与否均小于００００１，就是说，土耳其全国８１个省份几乎均适用于 “城镇化

率越高该省人均ＧＤＰ就越高”的普遍规律。

　表３ 相关关系系数值

拟合优度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未剔除库尔德人聚居１２省前 ０１７５９４３ ＜００００１

剔除库尔德人聚居１２省后 ０２１３７２１ ＜００００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其实，不少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好地验证了该结论。艾思拉·萨阿特吉

（ＥｓｒａＳａａｔｃｉ）等人的研究就发现，土耳其多数贫困人口居住在乡村地区。以
２００６年为例，该国接近６２９％的贫困人口居住在乡村，其余约３７％的贫困人口
则居住在城市。其中，东部和东南部省份的乡村居民的处境尤其困难。①

如上所述，在剔除离群值以后，各省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正发党的得票率呈显

著的负相关关系。这部分的分析表明，城镇化率与人均收入水平高又呈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综合两部分的论证可知，越是城镇化率高的省份，其对正发党的支持

率就应该越低；反之，城镇化率越低的省份，其对正发党的支持率就应该越高。

换言之，乡村居民对正发党的支持率理论上应略高于城镇居民。

四　土耳其城镇化与城镇地区的伊斯兰化

如前文所述，正发党在人均收入高于土耳其全国平均水平的２８个省份的得
票率的确明显略低于该党在全国 （尤其是在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省份）的平均得票率。不过，这一检验结果得益于对 “库尔德人聚居１２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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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ＥｓｒａＳａａｔｃｉａｎｄＥｒｓｉｎＡｋｐｉｎａｒ，“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Ｃｒｏａｔｉ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
ｎａｌ，ｖｏｌ４８，ｎｏ５，２００７，ｐ６３２；Ａｙ爧ｅＢｕｒａ，ＶｏｌｋａｎＹｌｍａｚ，ａｎｄＡｌｐｋａｎＢｉｒｅｌｍａ，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ＡｎＯ
ｖｅｒｖｉｅｗ，ＵＮＤＰ，２０１６，ｐｐ４４－４５



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三省这些离群值的剔除。

离群值的剔除需要基于合理的原因。库尔德人的聚居是剔除土耳其东南１２省

的合理原因。那么，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三省的剔除也必须有正当合理

的理由。与族群构成高度易质化的东南诸省不同，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

三省与土耳其其他诸省的族群构成接近，族群因素也就不能成为剔除伊安科三省的

合理因素。此外，这三省和其他２７个大都会省份一样同属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的省份。① 这意味着伊安科三省这三个离群值与前文的结论几乎完全相反。

（一）城镇化与国内人口迁移
伊安科这三个 “离群值”的存在是否就证伪了本文上一部分的结论呢？从

表面上来看是的。但若进一步深入考察这些 “离群值”却能强化上一部分的结

论并引导出本文的第三个论点。下文就将从城镇化与国内人口迁移的角度进行深

入探讨。

如图９所示，土耳其城镇化率折线的斜率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明显增大，

这意味着其城镇化开始加速。② 据确切统计，土耳其的城镇化比例从１９８３年的

图９　１９６０—２０１４年间的土耳其城镇化率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Ｕｒｂ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ｏｔａｌ），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ｐｕｒｂｔｏｔｌｉｎｚｓ以及 ＣｅｒｅｎＣｏｂ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３，

ｎｏ１０，２０１３，ｐ６４信息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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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伊安科三省的人均收入水平几乎均位列全国前三名。

如上所述，土耳其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与国际标准不同。因此，此处采用世界银行的公开数据。



４８１％飙升至２００２年 （正发党首次赢得全国议会选举）的６５９５％。截至２０１５
年，该国的城镇化率又在２００２年的基础上增至７３４％。

著名美国中东研究、奥斯曼帝国史专家伯纳德·刘易斯 （ＢｅｒｎａｒｄＬｅｗｉｓ）就
认为，土耳其人对 “西迁”有种无止无尽的痴迷：１０００多年前，土耳其人退出
中亚转而皈依伊斯兰教并西迁至伊朗、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近代以来，土耳

其人再度扬弃了部分伊斯兰传统并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方面转向西方；而最

近数十年来，该国进一步试图加入欧盟。①

恰如刘易斯所言，土耳其人这种对 “西迁”的痴迷也体现在其国内的人口

迁移上。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以来，该国大量的中部省份和东部省份的民众纷
纷迁往西部省份。如图１０所示，土耳其全国８１个省份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东中西
三部分。在１９６５年时，东中西三部分的人口数量均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３３％左
右。但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中部人口开始大规模迁徙至西部地区。西部地区
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逐渐由１９６５年的３４％增长至２０１２年的４９％ （即约

全国人口的一半）。而与之同时，中部地区的这一比例则锐减至２３％，东部地区
的这一比例则小幅减少至２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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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土耳其东中西部之间人口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ＧüｖｅｎＳａ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Ｈüｒｒｉｙｅｔ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ｕｒｒｉｙｅｔ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ｃｏ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ａｓｐｘ？ｐａｇｅ

ｉｄ＝４４９＆ｎｉｄ＝７０７９３＆ｎｅｗｓｃａｔｉｄ＝４０３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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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ＢｅｒｎａｒｄＬｅｗｉｓ，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Ｔｕｒｋｅｙ，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ｐ４８６

“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ｕｒｋｅｙＬｅａｄ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ＤａｉｌｙＳａｂａ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ａｉｌｙｓａｂａｈｃｏｍ／ｔｕｒｋｅｙ／
２０１４／１１／１６／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ｕｒｋｅｙｌｅａｄ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土耳其统计局公布的省际人口迁移数据从省级层面验证了这一趋势。如图

１１所示，凡城、迪亚巴克尔、阿勒、埃尔祖鲁姆、约兹加特、尚勒乌尔法、马
尔丁、阿达纳、穆什、阿德亚曼、乔鲁姆、卡尔斯、宗古尔达克等省份的净迁出

人口皆超过５万人，是向土耳其西部地区输送移民的主要省份。不难发现，除了
宗古尔达克省以外，这些人口净迁出较多的省份几乎全是中部和东部省份。由于

库尔德人聚居省份局势的动荡以及整个中部和东部省份多高原山地等原因，东部

和中部省份理所当然地成为人口输出的来源地。

图１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６年间 （除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以及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外）

主要人口净迁出省份

注：土耳其政府修改了人口统计标准，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以及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的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ｌｌｅｒｉｎＡｌｄ，ＶｅｒｄｉｉＧ，ＮｅｔＧｖｅＮｅｔＧＨｚ，１９８０—２０１６

（１９８０—２０１６年间各省迁入、迁出、净迁入比例）”，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ｕｒｋｓｔａｔｇｏｖｔｒ／ｓｔａｒｔｄｏ

制图。

如上所述，一方面，中部和东部省份人口的大规模西迁导致了迁出省份人口

的流失，另一方面，大量西迁的人口和西部省份内部的人口增长的综合作用使得

西部省份的人口增长明显加快。此外，安卡拉作为土耳其的政治中心，虽然地处

土耳其中部，但由于安卡拉集中了全国众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资源，因此，也

成为土耳其民众国内迁移的主要目的省份之一。

图１２数据显示，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等省份常年位居净迁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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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最多的省份前列。以１９８０—２０１６年间 （除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五年以及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外）为例，伊斯坦布尔省总迁入人口为６７８８３万人，同期科贾埃利的这一数
据则为１０６２７万人。此外，科贾埃利省与泰基尔达省分别在东西两方与伊斯坦
布尔省接壤。换言之，伊斯坦布尔、科贾埃利和泰基尔达三省 （甚至包括亚洛

瓦省、布尔萨省）甚至可以合并为一个 “大伊斯坦布尔地区”。如此，该地区的

迁入人口则约为７７９６８万人。紧随伊斯坦布尔之后，安卡拉省在这一期间的迁
入人口达２５９万余人。

图１２　１９８０—２０１６年土耳其主要总迁入及净迁入省份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ｌｌｅｒｉｎＡｌｄ，ＶｅｒｄｉｉＧ，ＮｅｔＧｖｅＮｅｔＧＨｚ，１９８０－２０１６（１９８０—

２０１６年间各省迁入、迁出、净迁入比例），”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ｕｒｋｓｔａｔｇｏｖｔｒ／Ｓｔａｒｔｄｏ注：笔者

制图。其中，“净迁入”即 “迁入人口”减去 “迁出人口”后的数值。“迁出”和 “迁入”往往

同时发生，总迁入人口不计算人口迁入同时的迁出人口。因此，相对于 “总迁入人口”，“净迁移

人口”的数值相对小很多。此外，由于统计原因，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与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数据缺失。

此外，就各个时间段的增量来看，各省的人口迁入量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

长。比如，伊斯坦布尔省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５年间的迁入人口总量仅为５７６８万

人。而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的５年间，该省的迁入人口总量则高达２０３７８万人。换言

之，后一时间段内，伊斯坦布尔省的迁入人口量增加了３倍左右。安卡拉省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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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适用这一规律。该省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的５年时间内的迁入人口量仅为２５７５

万人。而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这５年间的迁入人口量已增长至８５９９万人。就 “净迁

入”这一指标而言，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科贾埃利等省依然位居前列，三省

的净迁入人口约占全土耳其各省净迁入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

（二）城镇化与城市的贫困化
１棚户区问题

大量人口迁入给城镇地区带来了一系列影响。首先，人口迁入直接导致了迁

入城市、省份人口的暴增。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土耳其的工业化步伐远慢于

其城镇化的进程。原本的城镇居民的内生性增长加上涌入的外来移民往往会导致

基础设施、市政服务和就业机会的严重缺乏。此外，土耳其城市外来移民的绝对

主力是中东部地区及全国其他地区的乡村居民①，就业机会缺乏以及这些外来移

民本身就业能力不足等问题使得外来移民 （尤其是乡村移民）往往难以获得稳

定的、充足的经济来源。经济状况不佳又使得外来移民无力购置房产。为了满足

基本的居住需求，大量外来移民只能在郊区私自搭建临时住所，这些临时住所不

断聚集扩大就最终演变成了棚户区。②

“棚户区”在土耳其语中为 “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在土耳其语中， “ｇｅｃｅ”表示
“一晚、晚上”，“ｋｏｎｄｕ”是动词 “Ｋｏｎｍａｋ”的过去时形式， “ｋｏｎｍａｋ”表示
“栖息、驻扎、突然拥有”等。“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顾名思义就是 “一夜之间搭建起来

的临时住所”，即所谓的 “棚户区” （Ｓｈａｎｔｙｔｏｗｎ）或者 “违章建筑” （Ｓｑｕａｔｔｅｒ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③ 根据土耳其１９６６年的第一份棚户区法律文件的官方界定，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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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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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ｖｏｌ１０４，ｎｏ６，２００５，ｐ２６７；ＴａｈｉｒｅＥｒｍａｎａｎｄＡｓｌｙｈａｎ
Ｅｋｅ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
２０００ｓｗｉｔｈａ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ＥｓｅｎｌｅｒＣａｓｅ，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Ｃｉｔｉｅｓ，ｖｏｌ２１，ｎｏ１，２００４，ｐ５７

爦 ｌｇü?ｚｌ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ｈｏｉｃｅ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Ｓｑｕａｔｔｅｒｓ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ｕｒｋｉｓｈ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ｎｏ２，２０００，ｐ４２

棚户区的居民主要是低收入人群。这些居民以租住为主，棚户区的土地本身并不归其所有。刚到

城郊的新移民往往先用木板、纸板等临时材料搭建棚户。如果警察监管力度不大，棚户区居民往往就会趁

机将原有的棚户改造成泥砖结构的固定建筑。政府一开始往往并不会给棚户区提供城区一样的基础设施。

但随着棚户区的长期存在和棚户区居民经济条件的改善，土耳其政府往往会将棚户区改造成公寓区并将其

逐渐纳入市政管辖范围。参见ＨａｌｉｌＩＴａｓａｎｄＤａｌｅＲＬｉｇｈｔｆｏｏｔ，“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Ｒｕｒａｌ—Ｕｒ
ｂａ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ｖｏｌ１０４，ｎｏ６，２００５，ｐｐ２６５－２６８；
ＴａｈｉｒｅＥｒｍａｎａｎｄＡｓｌｙｈａｎＥｋｅ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２０００ｓｗｉｔｈａ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ＥｓｅｎｌｅｒＣａｓｅ，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Ｃｉｔｉｅｓ，ｖｏｌ２１，ｎｏ１，２００４，ｐ５８。



“棚户区”有以下三个特点：（１）违反建筑法律法规；（２）在其他所有者的土
地上建造；（３）未经土地所有者同意而建造。① 根据 “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的字面含义
和法律含义可见，该术语兼具 “临时搭建” “结构简陋”和 “违法建造”的多

重内涵。

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开始，土耳其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就导致部分乡村居民迁居
城市，城市棚户区问题便开始初步显现出来。不过，当时的移民人数较少，土耳

其政府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开始逐渐接受移民以棚户区这一方式解决自身的住
房问题。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时，多数新移民已经逐渐融入城市生活。②

１９８３年开始，祖国党 （土耳其语：ＡｎａｖａｔａｎＰａｒｔｉｓｉ，ＡＮＡＰ）党首厄扎尔开
始主政土耳其并推行影响深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使得土耳其的城镇化进程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空前加快，大量乡村居民移居城市边缘郊区并形成严重的棚户
区问题。如表４所示，１９６０年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三市的棚户区居
民比例分别为４５％、６０％和３４％，而到了１９９５年后，除安卡拉的这一比例没有
变化外，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两市的这一比例不降反升至５０％。２０世纪末２１
世纪初，棚户区违建、违规租赁和其他违法违规现象都有增无减。据统计，截至

２０００年，土耳其约有１０００万栋 （约占全国总建成房屋的６２％）房屋均属违章建
筑，③ 到２００３年，土耳其全国仍然约有２０００万人居住在棚户区。④ ２０１１年，《晨
报》（Ｓａｂａｈ）在报道中称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等主要城市的棚户区
比例仍然分别高达７０％、６０％—６５％、５０％左右。⑤ ２０１６年时，来自伊兹密尔的
正发党议会议员内吉普·卡尔坎 （ＮｅｃｉｐＫａｌｋａｎ）在其演讲中也仍然称伊兹密尔
约有６０％的住房为贫民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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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ｈａｎＥｓｅｎ，“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ｓ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ｓ，”２００９，ｈｔｔｐｓ：／／ｌｓｅｃｉｔｉｅｓｎｅｔ／ｍｅｄｉａ／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ｓ
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ｓ／ｅｎｇｂ／

ＢｉｌｇｅＡｒｍａｔｌｉＫｒｏ ｌｕａｎｄ?ｚｇｅＹａｌｉｎｅｒＥｒｃｏ爧ｋｕｎ，“Ｕｒｂａ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７
ｕｋｕｒａｍｂａｒ，Ａｎｋａｒａ，”Ｇａｚ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１９，ｎｏ３，２００６，ｐ１７５

ＡｙｓｅＢｕｇｒａ，“ＴｈｅＩｍｍｏ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Ｈｏｕｓｉｎｇ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２２，ｎｏ２，１９９８，ｐ３０７

“Ｔüｒｋｉｙｅｄｅ４Ｍｉｌｙｏｎ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Ｖａｒ！”２０１１，Ｓａｂａｈ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ｂａｈｃｏｍｔｒ／ｅｋｏｎｏｍｉ／２０１１／１１／
０７／ｔｕｒｋｉｙｅｄｅ４ｍｉｌｙｏｎ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ｖａｒ

“ｚｍｉｒｉｎＹüｚｄｅ６０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伊兹密尔６０％的住房是贫民窟），”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ａｚｅｔｅｍ
ｉｚｍｉｒｃｏｍ／ｉｚｍｉｒｉｎｙｕｚｄｅ６０ｉ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１４６７２／。



　表４ 土耳其主要城市棚户区居民比例的变化

１９６０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１１年

伊斯坦布尔 ４５％ ５０％ ６０％—６５％

安卡拉 ６０％ ６０％ ７０％

伊兹密尔 ３４％ ５０％ ６０％—６５％

　　资料来源：ＨａｌｉｌＩＴａｓａｎｄＤａｌｅＲＬｉｇｈｔｆｏｏｔ，“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ｖｏｌ１０４，ｎｏ６，２００５，ｐ２６７；“Ｔüｒｋｉｙｅｄｅ４Ｍｉｌｙｏｎ

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Ｖａｒ！，”２０１１，Ｓａｂａｈ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ｂａｈｃｏｍｔｒ／ｅｋｏｎｏｍｉ／２０１１／１１／０７／ｔｕｒｋｉｙｅｄｅ４ｍｉｌｙｏｎｇｅｃｅｋｏｎ

ｄｕｖａｒ。

２城市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
城镇化导致了城市青年失业人口的增加。据统计，１９８８年以来土耳其全国

总人口平均失业率仅为８６７％左右，但如果将１５—２４岁的青年人口单独作为考
察对象就会发现，该年龄段人口的平均失业率却高达１８０６％，即约为全国总人
口平均失业率的２倍以上。另外，图１３也清晰地显示，青年失业率在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以及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这三个时间段有明显的增加。考虑到
城镇人口本身的快速增长，也就不难推算出城镇地区青年失业人口在这些时段的

突增。

不少研究发现，失业人口 （尤其是青年失业人口）的增多与一国的政治秩

序的稳定性高度相关：即失业人口越多，一国的政治秩序就越不稳定。① 尤其是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控制不当，增加的人口不断向人口密集度更高的城

市集聚，而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却未能跟上青年人口增长的速度。在这种

情况下，失业的青年人口逐渐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社会动荡、政治危机甚至是内

战的诱因。② 土耳其的城镇化也最终导致大量失业青年向城市地区集聚。同样，

青年失业人口的高度集聚也给历届土耳其政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美国中央情报

局１９８４年的研究报告就发现，土耳其的动乱和暴力事件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地
区：１５—２４岁年龄段的男性则几乎直接导致了近８０％的政治动乱。此外，这个
年龄段的男性也是土耳其宗教、劳工相关暴力和动乱事件的重要参与者。③ 该报

７７１

城镇化与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

①

②

③

ＴｈｅｒｅｓｅＦＡｚｅｎｇａｎｄＴｈｉｅｒｒｙＵＹｏｇｏ，Ｙｏｕｔｈ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ｕｎｉｓ，Ｔｕｎｉｓｉａ：Ａｆｒｉｃ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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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ｈｉｒ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７２９６

Ｔｕｒｋｅｙ：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ｇｅｎｃｙ，１９８４，ｐ１７



图１３　土耳其全国、城市及乡村１５—２４岁青年失业率趋势 （１９８８—２０１３年）
注：其中，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数据仅有４月和１０月份两组值。因此，这一时间段的数据均统一采

用十月份的数据。其余数据皆为年度数据。另外，２０１４年之后数据统计方式改变，故此处不作统

一分析。

资料来源：Ｔｕｒｋｉｓ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Ｆｏｒｃ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ｔｕｒｋｓｔａｔｇｏｖｔ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ｏａｒａｍａｄｏ。

告甚至预测称，在２０世纪末前后，土耳其极有可能再度陷入军事政变、倒向极
端伊斯兰主义等社会和政治危机。①

后来的历史无疑验证了该报告的准确性。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土耳其城市１５—
２４岁青年人口的失业率从２２４％陡增至２６８％。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伊斯兰
背景的繁荣党 （土耳其语：ＲｅｆａｈＰａｒｔｉｓｉ，ＲＰ）迅速崛起。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１年前
后，土耳其出现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全国失业人口再次暴增，失业率也大幅增

加。其中，城市１５—２４年龄段人口的失业率由２０００年的１８％陡增至２００２年的
２６％。危机爆发后，执政的三党联合政府力邀世界著名的土耳其裔经济学家凯末
尔·德尔维希 （ＫｅｍａｌＤｅｒｖｉ爧）回国担任经济部长以应对危机。② 但即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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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ｕｒｋｅｙ：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ｐｐ１８－２０
土耳其１９９９年的全国议会选举选票分散，其中有六个党获得议会议席。在这种情形下，得票最

多的民主左翼党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ｋＳｏｌＰａｒｔｉ，ＤＳＰ）联合得票率第２、第４的民族主义行动党 （ＭｉｌｌｉｙｅｔｉＨａｒｅｋｅｔ
Ｐａｒｔｉｓｉ，ＭＨＰ）和祖国党 （ＡｎａｖａｔａｎＰａｒｔｉｓｉ，ＡＮＡＰ）组成三党联合政府以对抗得票率第３的政治伊斯兰政党
美德党 （ＦａｚｉｌｅｔＰａｒｔｉｓｉ，ＦＰ）。此即所谓之 “三党联合政府”。



该国的失业率到２００２年年初仍没有有明显好转，三党联合政府只能被迫提前

解散政府并举行全国议会选举。埃尔多安２００１年组建的正发党正是在这种大

背景下参与选举并以绝对优势胜选。赢得大选后的正发党政府部分继承了前政

府经济部凯末尔·德尔维希的经济改革政策，在正发党及时而有效的治理下，

土耳其的经济危机快速缓解并进而实现了高速增长。２００８年在美国首先爆发

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主要经济体，土耳其经济也受到部分冲击，其城市失业率

也随之从２００８年的２３％增长至２８％，创下自１９８８年以来最高失业率。与之

前的失业危机类似，失业率在２００９年后便再度快速降低至正常值。２０１１年之

后的连续数年，城市失业率甚至一度降到１９８８年以来 （仅２０００年除外）的

最低值。可见，与三党联合政府不同，正发党分别有效应对了２００１年前后和

２００８年之后的金融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人口危机。正是由于其出色的危机

管控能力，正发党才能免于重蹈三党联合政府被迫下台的覆辙并不断赢得全国

议会和地方选举。

此外，城镇化也逐渐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家庭规模和经济状况。土耳其全国

不同省份的平均家庭规模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ｉｚｅ）明显不同。据统计，土耳其２０１２

年平均家庭人口数为３７人。就具体数据来看，西部发达省份和安卡拉省的平

均家庭规模要远小于中部和东部省份。土耳其平均家庭规模最高的五个省份分

别为东部地区的希纳克省、哈卡里省、穆希省、锡尔特省和凡城省，其平均每

户人口数分别高达７９人、７４人、６６人、６５人和６４人。全国家庭规模

最小的五个省份分别为西部地区的恰纳克卡莱省、巴勒克希尔省、埃斯基谢希

尔、布尔杜尔省及穆拉省，其平均每户人口数仅为 ２８人、２９人、２９人、

３０人和３０人，大致与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相同。① 不过，由于平均家庭规模

较大的中部和东部省份的移民大量迁居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大城市后基本维

持其家庭规模，这导致作为西部发达省份的伊斯坦布尔与安卡拉的平均家庭规

模反而高于一般的发达省份。② 比如，两省２０１２年的平均家庭规模分别为３２

人和３６人。

许多数据显示，家庭规模几乎直接与家庭经济状况挂钩。土耳其政府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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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ｕｒｋｉｓ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ｕｒｋｉｓ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Ｆａｍｉｌｙ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ｔｕｒｋｓｔａｔｇｏｖｔｒ／ＰｒｅＨａｂｅｒＢｕｌｔｅｎｌｅｒｉｄｏ？ｉｄ＝１３６６２以及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具
体数据请参见附录示意图。

棚户区居民的平均家庭人口数高于城市中产和上层阶级，但比起乡村地区则相对较少。



结果显示，约有 ６０％的家庭人数等于或超过 ７人的家庭认为其收入 “极难”

（ｖｅｒｙ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抵消日常支出，家庭人数为１—２人和３—４人的家庭则分别仅有
３９３％和４１９％持这种态度。① 伊斯坦布尔以及安卡拉等大城市的家庭规模也部
分导致了居民经济状况的恶化，不少人 （尤其是棚户区居民）在较小的年龄便

开始从事摆摊、建筑、卖花等所谓的 “非正式行业”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ｓｅｃｔｏｒ）。在极端
情况下，甚至有不少人从事乞讨和犯罪活动。②

３城镇化与社会问题 （犯罪和暴力）的集聚

研究发现，棚户区居民普遍具有年轻化、受教育程度低、多从事非正式行

业、失业率高和宗教成分浓厚等共同特点。③ 正因为如此，棚户区往往是土耳其

不少城市犯罪和暴力的策源地。早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棚户区就是不少暴力
事件 （尤其是对抗政府的暴力事件）的策源地。厄扎尔政府改革后，棚户区居

民对政府的抵触状况有所缓解，但其内部以及棚户区与城区之间的矛盾却开始

恶化。④

早期，城市中产阶级或者中上阶层往往以 “棚户区居民／乡下人”
（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ｌｕ）来代指刚从乡村迁来的棚户区居民。作为 “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的衍生
词，“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ｌｕ”主要强调 “来自棚户区”这一地理内涵，其主观倾向相对

中立。然而，随着棚户区内部以及棚户区居民与城区之间暴力事件不断增多，城

市居民对棚户区居民的印象逐渐恶化。以所谓的 “加齐暴乱” （ＧａｚｉＭａｈａｌｌｅｓｉ
ｏｌａｙｌａｒ）为例：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２日数名男子闯入伊斯坦布尔城郊加齐奥斯曼帕夏
区 （Ｇａｚｉｏｓｍａｎｐａ爧ａ） （今苏丹加齐区，ｓｕｌｔａｎｇａｚｉ）的加齐社区 （ＧａｚｉＭａｈａｌｌｅ）
持枪袭击并杀死数名当地居民。这起刑事案件迅速演变为上万人游行示威的群众

事件，游行示威活动一度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加齐奥斯曼区波及海峡东岸的

云拉尼耶 （ｍｒａｎｉｙｅ）区，示威群众在两地均与警察发生激烈对抗。不久，安卡
拉地区也爆发了类似的骚乱。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两地均出动大量警力和特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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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部队方才平息骚乱。骚乱最终造成数十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抛开加齐暴乱

爆发的具体原因不论，该事件逐渐导致土耳其媒体和城市精英从感情上越发疏远

棚户区居民。在不少城市精英看来，棚户区居民是城市犯罪、恐怖和暴力事件的

主要根源。棚户区的居民被贴上 “法外之地的公民”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ｏｆｏｕｔｌａｗｓｐａｃｅｓ）
或者 “伊斯坦布尔的 ‘其他’市民” （‘ｏｔｈｅｒ’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ｏｆＩｓｔａｎｂｕｌ）等歧视性
标签。

此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土耳其大城市的不少精英开始从城市中心移居
城郊。精英向郊外的移居使得原本地理隔绝的棚户区居民与城市精英有了更多的

物理接触机会，城市精英对棚户区居民的印象进一步恶化。① 最终，“郊区人／郊
区佬”（Ｖａｒｏ爧ｌｕ）一词应运而生。与 “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ｌｕ”不同，“Ｖａｒｏ爧ｌｕ”一词带有
明显的负面和敌视内涵。② 一方面，主流媒体往往使用这个词来进行歧视性报

道，而另一方面，那些亲伊斯兰的媒体往往仍然故意使用原来的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一词
来回避Ｖａｒｏ爧及其衍生词。③ 对棚户区居民的称呼的变迁折射出主流社会与边缘
社区之间隔阂的加深。

五　城镇化与伊斯兰政党的崛起

随着城镇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不断发酵，伊斯兰政党崛起的社会土壤也逐渐成

形，再借助土耳其特有的议会选举制度，伊斯兰政党的崛起已然水到渠成。

（一）伊斯兰政党与城市的结合
首先，收入分配不均导致棚户区居民等边缘群体的剥夺感上升给伊斯兰政党

提供了契机。与精英政党不同，伊斯兰政党往往猛烈地抨击市场原则，不断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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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语中， “ｌｕ”是 “来自……”的后缀。如上文所述，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表示 “棚户区”，因此

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ｌｕ表示 “来自棚户区的人”，即 “棚户区居民”。Ｖａｒｏ爧本身表示 “郊区”。因此，Ｖａｒｏ爧ｌｕ的原
意为 “来自郊区的人”或者 “住郊区的人”。但在此处其意义已经发生变化。参见ＨａｋａｎＹüｃｅｌ，“Ｖａｒｏ爧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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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正义；伊斯兰政党也更强调自身与棚户区居民和中低收入居民之间联系、鼓

吹自身代表边缘群体、普通民众和多数人。

其次，凭借草根路径，伊斯兰政党将自身从意识形态层面与传统的主流精英

型政党明确区分开来①， “郊区” （Ｖａｒｏ爧）一词逐渐与 “伊斯兰”联系起来。②

比如，正发党领袖埃尔多安就多次在其竞选演讲中提及自己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一

个偏远郊区 （卡森帕夏：Ｋａｓｍｐａ爧ａ）。此外，埃尔多安也毫不隐讳地宣称自己是

“郊区孩子”（土耳其语：Ｖａｒｏ爧ｏｃｕｕ）。③ 如前所述，棚户区居民人口众多，棚

户区选民所占全国选民的比例也极高。仅以２０００年为例，土耳其全国棚户区的

选民就多达５１４万选民，占全国总选举人口的１７％左右。④ 如此大的选民基础，

无疑是声称代表棚户区居民等边缘群体的政党的巨大票仓。

（二）城镇化与议会选举中的 “聚零为整”
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不仅为伊斯兰政党提供了合适的社会土壤，也令土耳其特

殊的议会选举制度越来越有利于伊斯兰政党。在２０１７年４月公投之前，土耳其

的政治制度是议会制。土耳其议会实行一院制，全称为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

（土耳其语：ＴüｒｋｉｙｅＢüｙüｋＭｉｌｌｅｔＭｅｃｌｉｓｉ），议会一共５５０席，每４年选举一次，

采用洪德法 （ｄＨｏｎｄｔｍｅｔｈｏｄ）计算各政党胜选的议席。⑤ 议席根据以下原则分

配：首先给全国８１个省份分配一个席位以确保每省均最低有一个议席；其次，

选举委员会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按比例分配剩余的４６９个席位。⑥ 此外，根据

土耳其宪法和选举法规定，按照人口比例分配的议会席位如果在１９—３６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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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ｗｔｕｒｋｅｙ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ｋｐｕｂ６１７４４

类比来看，土耳其一院制的议会实际上同时需要充当美国参众两院的功能：既要充当美国参议院

代表各个州的职责，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无论人口多少均给予所有省份以最低限度的议席；充当众议院的

功能，即需要根据人口多少来按比例分配议席。参见ＴüｒｋｉｙｅＢüｙüｋＭｉｌｌｅｔＭｅｃｌｉｓｉ，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ＴｕｒｋｅｙａｎｄＲｕｌｅｓｏｆ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ｕｒｋｅｙ，ｈｔｔｐｓ：／／ｇｌｏｂａｌｔｂｍｍｇｏｖｔｒ／ｉｎ
ｄｅｘｐｈｐ／ｅｎ／ｙｄ／。



必须拆分为两个选区，如果超过３６席则需要拆分为３个选区。比如伊斯坦布尔

省议会席位为８８个，故被拆分为３个选区；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的议会议席分别

为３２个和２６个，故二者分别被拆分为两个选区。其余７８省的议席总数皆低于

１９个，故各自独立成为一个选区。因此，土耳其全国８１各省份最终被划分为８５

个选区。按规定，参选政党必须获得全国１０％以上的选票才能获得议席。若某

政党参选但未能达到该标准，其所获得的议席将自动分配给达到这一门槛的其他

政党。由于总议席数为５５０个，政党只需赢得２７６个简单多数议席即可单独组建

政府。① 显然，根据该选举办法，全国性、大型政党往往比地区性、中小型政党

更具优势。②

由于这种特殊的选举制度，各省获得一个议席平均所需的登记选民数量浮动

极大。巴伊布尔特省和伊兹密尔省分别是平均所需登记选民人数最少和最多的省

份。如表５所示，巴伊布尔特省由于人口稀少，全省仅分得２个议会席位。这意

味着在２００２年的全国选举中，单个议会席位在该省所能代表的选民是２７３８４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个议会席位在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的选举中则仅能代表２６３４９个选

民。作为全国人口第三大省市，伊兹密尔省在２００２年时便总计拥有２４个议席，

单个议席在该省所代表的选民人数为１００９７０人，到了２０１５年１１月选举时，单

个席位所代表的人数更是增长至１１９４７１人。除伊兹密尔以外，伊斯坦布尔、安

卡拉等大省单个议席所能代表的选民人数也接近１０万人，即为最少的巴伊布尔

特的４—５倍。简言之，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人口大省选民的代表性远远不及

那些人口稀少的省份。③

　表５　 土耳其不同省份议会席位代表性的差异

省份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７年

登记选民 议席 单个议席所代表的选民数 登记选民 议席 单个议席所代表的选民数

伊斯坦布尔 ７１５９１５１ ７０ １０２２７３ ７４０６２９７ ６９ １０７３３７

安卡拉 ２６９８８７０ ２９ ９３０６４ ２９２０８１８ ２９ １００７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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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ＯＳＣ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Ｔｕｒｋｅｙ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Ｅｌ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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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份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７年

登记选民 议席 单个议席所代表的选民数 登记选民 议席 单个议席所代表的选民数

伊兹密尔 ２４２３２８５ ２４ １００９７０ ２５２８０３５ ２４ １０５３３４

阿尔达汉 ７８５４４ ２ ３９２７２ ６８８２８ ２ ３４４１４

巴伊布尔特 ５４７６８ ２ ２７３８４ ５３４７０ ２ ２６７３５

省份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登记选民 议席 单个议席所代表的选民数 登记选民 议席 单个议席所代表的选民数

伊斯坦布尔 ９３９７３２３ ８５ １１０５５６ １０３１８２０３ ８８ １１７２５２

安卡拉 ３４０９７５８ ３１ １０９９９２ ３７４５７０６ ３２ １１７０５３

伊兹密尔 ２９０６２２４ ２６ １１１７７７ ３１０６２５０ ２６ １１９４７１

阿尔达汉 ６９１６０ ２ ３４５８０ ６８８６５ ２ ３４４３２

巴伊布尔特 ５００７９ ２ ２５０３９ ５２６９８ ２ ２６３４９

　　注：表格数据皆由笔者计算所得。其中，由于人数不能为零数，故未能除尽的数字皆直接取整数，未

四舍五入。

资料来源：Ｍａｎｕｅｌ?ｌｖａｒｅｚＲｉｖｅｒａ，“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ＴｕｒｋｉｓｈＧｒ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ｒｇ／ｔｒ／。

根据以上数据也不难发现，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５年间，单个议席在巴伊布尔特、
阿尔达汉等人口稀少的省份所能代表的选民人数整体呈下降趋势，与之相反，单

个议席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等人口大省所能代表的选民人数却不断

增长。这意味着，单个议席代表性不均衡的状况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还有持续恶化

的趋势。与此同时也不难发现，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等人口大省的注

册选民和议会席位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持续增长。这表明，尽管各省的议席数会根

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而实时调整，但这种调整的速度和幅度远远跟不上人口大

省的人口和注册选民的增速。

人口大省和人口稀少的省份的这种不均衡也直接作用于历次大选的结果。首

先，人口稀少省份本身议席数极少，这意味着一个政党无论是获得该省１００％的
选票还是获得较少的３０％的选票，其在该省最终能够赢得的议席数几乎没有差
别。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在广大的人口稀少的省份争取更多议席的空间极小。对于

那些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政党而言，其支持者的不少选票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意义。

人口大省的选举状况则恰好相反。同样以人口最多的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

密尔为例，这三个省份的议席数分别高达数十席，在这种情形下，得票率的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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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就可能造成最终赢得的议席数的大幅浮动。换言之，如果一个政党能够凭借

较高的得票率而在人口大省的选举中占优势，那么其能争取到的议席优势就更

显著。

可见，对于一个全国性的政党而言，一方面，其在广大人口稀少的省份的支

持者的选票存在大量浪费的可能，另一方面，其在人口大省要赢得单个席位所需

的选票又远超其在人口稀少省份所需的选票，且在人口大省获得更大议席优势又

是在全国选举中获得选举优势的绝对前提。那么，如果能将其在人口稀少省份的

多余选民转移并集中到人口大省来，该政党支持者的选票的功效将得到最大限度

的发挥，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选举优势的可能性也势必显著增大。

很巧的是，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正是中西部人口稀少省份的乡村居民不
断向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人口大省的迁徙有效地强化了伊斯兰政党在全国范围

内的选举优势。土耳其广大的中西部地区 （安纳托利亚地区和库尔德人地区）

虽然地域广阔、省份众多，但其人口分布极其稀少。尽管这些省份的人口增长率

相对更快，但由于人口基数小且人口分散，各省每４年的人口增量尚不足以导致
其议席数量的大幅变化。而大规模的城镇化则导致了原本分散于众多的中西部省

份的乡村居民集中迁居至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等省 （城市）。如前文

所证明过的那样，广大的中西部省份居民普遍人均收入较低，且相对更加倾向伊

斯兰政党。那么，大量倾向支持伊斯兰政党的新移民的到来和扎根使得原本可能

在中西部省份浪费掉的选票在人口大省的选举中起到了实质性作用。换言之，城

镇化所带来的大量乡村居民向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迁移也因土耳其的选举制度

的特殊性而强化了伊斯兰政党的选举优势。形象地讲，这种情形恰是土耳其议会

选举中的 “聚零为整”。

（三）２０世纪末以来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
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导致了伊斯兰政党在城镇地区的落地生根，特殊的选举

制度也因城镇化而对伊斯兰政党越来越有利，伊斯兰政党的崛起已经具备了天

时地利人和。正是凭借棚户区居民和中低收入居民的强力支持，伊斯兰背景的

政党开始逐渐崛起。比如，自１９８７年以来，先后有繁荣党、美德党以及正发
党等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政党角逐土耳其大选。其中，繁荣党、美德党先后参加

四次全国大选，繁荣党经过三次选举便从土耳其第五大政党跃居为第一大政

党。在繁荣党被解散后，美德党曾于１９９９年短暂参加选举并成为议会第三大
党，参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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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１９８７年至２００２年间土耳其伊斯兰背景政党得票率演变①

政党 选举时间 得票率 （％） 政党排名
大国民议会议员人数

该党 总计

繁荣党 １９８７ ７２ 第５ ———② ４５０

繁荣党 １９９１ １６９ 第４ ６２ ４５０

繁荣党 １９９５ ２１４ 第１ １５８ ５５０

美德党 １９９９ １５４ 第３ １１１ ５５０

正发党 ２００２ ３４３ 第１ ３６３ ５５０

　　资料来源：ＡｒｄａＣａｎＫｕｍｂａｒａｃｉｂａｓｉ，Ｔｕｒｋｉｓｈ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ＡＫＰ：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９，ｐ９２。

２００２年，以埃尔多安为首的正发党同样以争取边缘选民的竞选策略以大幅
优势赢得土耳其全国议会选举。正发党赢得选举后，土耳其主流媒体 《晨报》

（土耳其语：Ｓａｂａｈ）便用 “安纳托利亚人的入侵” （ａｎａｔｏｌｉａｎｉｎｖａｓｉｏｎ）的说法

戏称该党在伊斯坦布尔的压倒性胜利。由于棚户区居民多数从安纳托利亚地区移

民而来，《晨报》的措辞显然意在暗示正发党利用被边缘化的棚户区居民赢得大

选的竞选策略。③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正发党等伊斯兰背景政党的核心成员往往也来自

广义上的 “安纳托利亚地区”或者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大城市的棚户区。

此处仅以正发党为例，如文末关于正发党创始成员的附录所示，正发党一共有

６０位创始成员，其中仅有数位成员籍贯为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其余８０％左
右的成员均来自里泽省、特拉布宗省、埃尔祖鲁姆省等土耳其中东部省份或者

西部省份的偏远地区。此外，正发党现任的核心成员结构也依然呈现相似

特征。④

如上所述，一方面，伊斯兰背景的政党凭借 “安纳托利亚地区”等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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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Ｐ的土耳其语为：ＲｅｆａｈＰａｒｔｉｓｉ，即 “繁荣党”。ＦＰ的土耳其语为：ＦａｚｉｌｅｔＰａｒｔｉｓｉ，即 “美德党”。

由于得票率未超过１０％，故未实际获得议会席位。
ＮｅｓｌｉｈａｎＤｅｍｉｒｔａ爧ａｎｄＳｅｈｅｒ爦ｅｎ，“Ｖａｒｏ爧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ｕｒ

ｋｅｙ，”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１，２００７，ｐｐ９６－９７
此处不再详述，具体可见正发党官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ｋｐａｒｔｉｏｒｇｔｒ／ｅｎｇｌｉｓｈ／ｙｏｎｅｔｉｍ／ｂａｓｋａｎｌｉｋｌａｒ

以及文末附录。



中东部省份和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等大城市棚户区居民的选民基础赢

得选举；另一方面，伊斯兰背景的政党本身的核心组织人员同样主要来自所谓的

“安纳托利亚地区”。换言之，伊斯兰背景的政党的胜利可谓是彻头彻尾的 “安

纳托利亚人入侵”。

另外，正发党上台后开始就棚户区问题和其他中低收入人群所面临的问题出

台了针对性的政策。就住房问题而言，正发党重组了厄扎尔政府建立的民众住房

管理局。重组后的住房管理局负责总揽之前移民住房协调办公室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Ｈｏｕｓｅ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ｅ）、国土资源办公室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ｄＯｆｆｉｃｅ）等诸多与住
房相关的职能部门的职责并有权通过翻新、改造和开发等方式为中低收入人群提

供住房。针对城市棚户区问题，管理局专门推出了所谓的 “城市改造计划”

（Ｕｒｂａ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以整治 “病态的、丑陋的城镇化” （Ｕｎ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ｕｇｌｙ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①

按照规定，管理局在建造和改造后一共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价位不等的四类

住房。其中，价格最低的一档住房，只要家庭月均收入在３２００土耳其里拉以下
（伊斯坦布尔市市民需不超过３７００里拉）均可申请。通过申请的居民只需向管
理局按时支付一定的租金或者按揭贷款，直到付清所有按揭款项后管理局才正式

授予居住者住房产权。据官方统计，该管理局在１９８４年至２００２年的１９年间仅
仅建造了４３１４５套住房，而在正发党的第一届政府任期内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就
建造了２５万套住房，到正发党的第二届政府任期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结束时，该
管理局已经累计建造了５０万套住房。② 换言之，正发党在其执政的前十年间为
中低收入民众提供的住房约为土耳其政府在１９８４年至２００２年近２０年时间的１０
倍。恰如该管理局的背景资料所言，正发党执政后的民众住房管理局实现了所谓

的 “有序城市化与住房的跃进”（ｐｌａｎｎｅ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ｏｕｓｉｎｇｌｅａｐ）。
针对性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无疑进一步巩固了正发党的执政地位。自２００２年

以来，正发党连续四次赢得全国议会选举和一次总统选举以及一次全民公投，显

示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支持。首先，除了长期支持库尔德人民族主义政

党的东南诸省以外，其他经济条件较差的中西部省份大部分成为伊斯兰政党的坚

定票仓。其次，包括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等经济收入极高的大城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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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ｅｌｉｎ?ｚｇｅＢｕｒｋａｙ，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Ｕｒｂａ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ｆｒｏｍ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ｔｏＰｒｅｓｅｎｔ，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Ａｒｔｓｄｅｇｒｅｅ，ＴｈｅＡｔａｔüｒｋ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Ｔｕｒｋｉｓｈ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ｏａｚｉ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６，ｐ２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ＴｏｐｌｕＫｏｎｕｔ ｄａｒｅｓｉＢａ爧ｋａｎ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ｏｋｉｇｏｖｔｒ／ｅｎ／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ｈｔｍｌ



伊斯兰背景政党的支持度也高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省份。另外，最需要注意的

是，即便是那些传统上属于共人党坚定票仓的省份也有逐年倒向伊斯兰政党的

趋势。

以伊兹密尔为例，该省份处地中海沿岸，为全国人口第三大省，居民收入常

年位居全国前列，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历届选举中是共和人民党 （ＣＨＰ）的
坚定票仓。如图１４所示，２００２年全国议会选举时，正发党在伊兹密尔两个选区
的得票率分别仅为１７７％和１６７％，而到了２０１１年，正发党在两个选区的得票
率已经分别高达３７１％和３６５％。在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的全国议会选举中，民族行
动党 （ＭＨＰ）和人民民主党 （ＨＤＰ）参选并在全国范围内突破了１０％的门槛。
在这种情况下，正发党在伊兹密尔的选票被分散，得票率也有小幅跌落。① 但即

便如此，正发党在伊兹密尔两个选区的得票率仍然高达３０％以上。

图１４　正发党在伊兹密尔两个选区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历次选举中的表现
注：得票数据为左轴，得票率数据为右轴。

资料来源：Ｍａｎｕｅｌ?ｌｖａｒｅｚＲｉｖｅｒａ，“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Ｔｕｒｋｉｓｈ

Ｇｒ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ｒｇ／ｔｒ／。

综上可见，伊斯兰政党 （包括正发党在内）在过去的３０余年间的崛起有以
下明显特征：是城乡一体式的崛起而非仅在乡村崛起；是根植于人口和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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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上所述，根据选举法规定，一个政党只要能在全国范围内突破１０％的选票的门槛，其在各个选
区所获得选票将根据洪德法分配议席。反之，其在各选区所获选票将自动分配给突破这一门槛的政党。



这一深层根源而非仅仅与宗教相关；除库尔德人聚居省份外，伊斯兰背景的政党

的崛起是全国性的而非地域性的。

六　案例：伊斯坦布尔与伊斯兰政党的崛起

为了从更微观的角度来审视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本文还将以土耳其最

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为案例来透析本文的核心观点。

伊斯坦布尔原名 “君士坦丁堡”或 “拜占庭”，是拜占庭帝国旧都。① 奥

斯曼帝国征服该城市后遂定都于此，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在数百年的历史

中，伊斯坦布尔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人口早在１８、
１９世纪末便达到数百万。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曾说如果全世界是一个统一
的国度，那么伊斯坦布尔应是其首都。② 坦志麦特改革 （土耳其语：Ｔａｎｚｉｍａｔ）
后，伊斯坦布尔地区开始引进近代城市管理制度。１８５５年左右，帝国政府任
命第一位伊斯坦布尔市长 （爧ｅｈｒｅｍｉｎｉ）以管理整个伊斯坦布尔市 （ｓｔａｎｂｕｌ
爧ｅｈｒｅｍｉｎｌｉｉ）———即整个伊斯坦布尔地区。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决定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切割并有意迁都安纳

托利亚中部的安卡拉省。新都安卡拉代表了新政府的决心和风貌，政治、经济资

源不断向该地倾斜。与新都相对，伊斯坦布尔被视为奥斯曼帝国的象征，政治地

位风光不再，经济发展和投资也一度受限。③ １９３０年，新政府在帝国时期的 “伊

斯坦布尔市”的基础上将该地区重新划分为１０个区 （土耳其语： ｌｅ）进行管
理。１９５７年后，伊斯坦布尔省 （ ｓｔａｎｂｕｌ ｌｉ）和伊斯坦布尔市 （ ｓｔａｎｂｕｌ
Ｂｅｌｅｄｉｙｅｓｉ）曾长期分开办公。１９８２年开始，伊斯坦布尔与安卡拉、伊兹密尔
一起根据该国 《大都市区管理法案３０３０》正式成立 “伊斯坦布尔大都会区”

（土耳其语： ｓｔａｎｂｕｌＢüｙüｋ爧ｅｈｉｒＢｅｌｅｄｉｙｅｓｉ；英语：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Ｍｕｎｉｃｉ
ｐａｌｉｔｙ）。２００５年后，伊斯坦布尔市与伊斯坦布尔省合并，二者边界统一。２０１２
年后，土耳其政府通过 《６３６０法案》，根据该法案，伊斯坦布尔地区所有居民
一律划为城市居民。至此，伊斯坦布尔省与伊斯坦布尔市完全重叠，部分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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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据官方资料称，伊斯坦布尔地区有３０００年的建城史和１６００年的建都史。参见 ｓｔａｎｂｕｌＢüｙüｋ爧ｅｈｉｒ
Ｂｅｌｅｄｉｙ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２０１５－２０１９，ｐ４０。

“ＴｈｅＬ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ｔｙ：ＴｕｒｋｅｙｓＵｒｂａｎＣｅｎｔｒｅｓＡｒ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２０１６，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ｃｏｍ／ｎｅｗ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１６８９８７５ｔｕｒｋｅｙｓｕｒｂａｎｃｅｎｔｒｅｓａｒ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ｉｎｇｄｏｕｂｌｅｌｕｒｅｃｉｔｙ

ＭｕｒａｔＣｅｍａｌＹａｌｃｉｎｔａｎａｎｄＡｄｅｍＥｒｄｅｍＥｒｂａｓ，“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ｏ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６４，２００３，ｐ９２



坦布尔省的行政组织被撤销，市政府统摄一切省辖范围内的基层行政事务。①

（一）伊斯坦布尔人口和城区的扩张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乱和共和国迁都的影响，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在１９２７

年已经下降至８０６９万人。此外，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直到５０年代末，新政府
为了促使各区域均衡发展有意限制人口向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自由迁移。② 这

一时期，伊斯坦布尔的人口绝大多数均为本地居民，人口基本皆为内生性增长

且增速缓慢。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正式进入欧
洲。作为北约一员的土耳其也从中获得部分援助。土耳其在这一时期从西方引

进了农用拖拉机并在国内大规模普及。农用拖拉机等农业器械和技术的普及使

得大量的乡村劳动力解放出来，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

势。因此，政府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开始逐步放开对国内人
口迁徙的限制。③ 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伊斯坦布尔理所当然地成为绝大多数

农业人口的迁徙目的地，其人口从这一时期开始持续增长。到１９８０年时，伊
斯坦布尔人口已达３９０余万人。

此后，土耳其经济改革开始拉开序幕，国家经济发展开始转向外向型的进口

替代战略，伊斯坦布尔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和工业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据统

计，土耳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步工业化的时候，伊斯坦布尔的轻小工业和重工业
分别占土耳其全国总量的１９％和４０８％，而到了经济改革后的１９８５年时，其轻
小工业和重工业占全国的比例已经增加到２１％和４４９％。④ 伊斯坦布尔经济和工
业的空前发展对外来移民的吸引力也空前增强。如图１６所示，该地区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年的十年间人口增长仅约为 ９０万人，而在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的短短五年间，
其人口就增加了８５万人。尤其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的五年间，其人口更是空前地增
加了２７０万人。从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的２０年间，伊斯坦布尔人口猛增数倍至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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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ｔａｎｂｕｌＢüｙüｋ爧ｅｈｉｒＢｅｌｅｄｉｙ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２０１５－２０１９，ｐｐ２－３；ＭüｒｓｅｌＹａｋａｒ，“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Ｕｎｉｏｎｏｆ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ｕｒｋｅｙ（ＴüｒｋｉｙｅＢｅｌｅｄｉｙｅｌｅｒＢｉｒｌｉｉ），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ｂｂｇｏｖｔｒ／ｅｎ／ｌｏｃａｌ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ｕｒｋｅｙ／

ＭｕｒａｔＣｅｍａｌＹａｌｃｉｎｔａｎａｎｄＡｄｅｍＥｒｄｅｍＥｒｂａｓ，“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ｏ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６４，２００３，ｐ９２

ＭｕｒａｔＣｅｍａｌＹａｌｃｉｎｔａｎａｎｄＡｄｅｍＥｒｄｅｍＥｒｂａｓ，“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ｏ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６４，２００３，ｐ９３

Ｈｅｌｉｎ?ｚｇｅＢｕｒｋａｙ，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Ｕｒｂａ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ｆｒｏｍ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ｔｏＰｒｅｓｅｎｔ，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Ａｒｔｓｄｅｇｒｅｅ，ＴｈｅＡｔａｔüｒｋ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Ｔｕｒｋｉｓｈ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ｏａｚｉ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６，ｐ５８



万人。截至２０１４年，该省的总人口已达１４３７万人。
此外，随着伊斯坦布尔人口总量的增长，其人口占土耳其全国人口的比例也

不断攀升。如图１５所示，１９２７年时，伊斯坦布尔人口仅占土耳其全国人口的
６１１％，到了２０１４年的时候，这一比例已经高达１８５％。换言之，土耳其全国
约有１／５的人口居住在伊斯坦布尔。

图１５　伊斯坦布尔人口变迁

　　资料来源：Ｔｕｒｋｉｓ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ｕｒｋｓｔａｔ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ＳｔｕｄｙＶｉｓｉｔｏｆｔｈｅ
ＵＮＳＤ，ＥＳＣＡＰａｎｄＯＳＣＥｔｏＴｕｒｋｅｙ，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２０１５，ｐ３４。

　表７ 伊斯坦布尔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间城区面积变化数据

年份 面积 （万公顷） 时间段 年均增长率 （％）

１９９０ ４６９２８ — —

２００２ ８７１２６ １９９０—２００２ ５３

２０１３ １３１６０６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３７

　　注：笔者制表。

资料来源：ＴｈｅＡｔｌａ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ｈｔｔｐ：／／ａｔｌａ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ｒｇ／ｃｉｔｉｅｓ／ｖｉｅｗ／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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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伊斯坦布尔各区人口增长情况
注：随着自身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外来移民的不断增加，伊斯坦布尔市区也开始逐渐扩大。

如图１６所示，自１９６５年以来，伊斯坦布尔市市区面积不断向博斯普鲁斯海峡东西两岸扩展。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伊斯坦布尔市区面积更是空前扩大。联合国数据显示，

１９９０年伊斯坦布尔市区建成面积 （ｕｒｂａｎｘｘｔｅｎｔ）约为４６９２８万公顷，到２００２年时，其市区面

积已经增长近一倍达到 ８７１２６万公顷，２０１３年时，伊斯坦布尔市区面积更是再度增长至

１３１６０６万公顷。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土耳其统计局数据绘制。

从建成市区 （ｌｅ）来看，伊斯坦布尔在共和国政府建立之前仅有阿达拉
西 （Ａｄａｌａｒ）、巴克乐克依 （Ｂａｋｒｋｙ）和席勒 （爦ｉｌｅ）３个老城区。从共和国
政府成立后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间，伊斯坦布尔又新增了包括贝伊欧麓 （Ｂｅｙｏ
ｌｕ）、恰塔乐嘉 （ａｔａｌｃａ）等１１个市区。在２０世纪４０—８０年代的 ４０年间，
伊斯坦布尔的市区则仅仅新增了包括西西里 （爦ｉ爧ｌｉ）等在内的３个。时间进入
８０年代后，伊斯坦布尔市区增加的速度明显加快。其中，仅１９８７—１９９３年的
６年间，伊斯坦布尔就新增了包括布玉克切克梅杰 （Ｂüｙüｋｅｋｍｅｃｅ）、库曲
克切克梅杰 （Ｋüüｋｅｋｍｅｃｅ）等在内的１３个市区。２００８年后，该市再度设立
包括阿塔谢希尔 （Ａｔａ爧ｅｈｉｒ）、巴夏克谢希尔 （Ｂａ爧ａｋ爧ｅｈｉｒ）在内的 ８个新区，
参见表８。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前的各区均密布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仅有席勒、恰塔

乐嘉等３个区为原离市中心的乡村飞地。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末，土耳其实现了部
分的工业化，有部分移民随之迁入伊斯坦布尔郊区地带，最后逐步形成这一时期

建成的西西里 （爦ｉ爧ｌｉ）、热伊汀布尔努 （Ｚｅｙｔｉｎｂｕｒｎｕ）和加齐奥斯曼帕夏 （Ｇａｚｉ
ｏｓｍａｎｐａ爧ａ）３个市区。整体来看，８０年代之前的伊斯坦布尔的建城速度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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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城区的扩大也主要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延伸。从８０年代开始，土耳其全
国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开始，大量来自中西部的乡村居民迁入伊斯坦布尔的郊区。

诸如埃森雷希 （Ｅｓｅｎｌｅｒ）、苏丹加齐 （Ｓｕｌｔａｎｇａｚｉ）、布玉克切克梅杰、库曲克切
克梅杰等区均成为新移民的聚居区。

由于新移民的不断到来，再加上受定居郊区的新移民生育率高、家庭规模大

等因素的影响，郊区人口暴增。为了管理这些新增人口，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只能

将原属于郊区的乡 （Ｋｙ）、镇 （Ｂｅｌｄｅ）升格为街道 （Ｍａｈａｌｌｅ）和市区 （ｌｅ）。
２００８年以后，原本属于郊区的新建成市区已多达１３个，其人口规模则在２００８

年达到７９８万人左右，而且由于其人口结构的特性，到２０１５年时，其人口更是
增长至９８０万人左右。与之相反，所有老城区的人口总和远低于新建城区的人
口，再加上这些老城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更低、人口规模更小等人口结构特征，

老城区人口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５年间仅仅增加１０余万人。不难发现，其人口规模
和人口增速已经远不可与新城区相提并论。

　表８ 伊斯坦布尔各区建区时间及其基本概况

序号 区 （ｌｅ） 建区时间 （Ｋｕｒｕｌｕ爧Ｔａｒｉｈｉ） 类型 ２００８年人口 ２０１５年人口

１ Ａｄａｌａｒ １９２３年前 老城区 １４０７２ １５６２３

２ Ｂａｋｒｋｙ １９２３年前 老城区 ２１４８１０ ２２３２４８

３ 爦ｉｌｅ １９２３年前 老城区 ２８５７１ ３３４７７

４ Ｂｅｙｏｌｕ １９２６年 老城区 ２４５０６４ ２４２２５０

５ ａｔａｌｃａ １９２６年 老城区 ６２３３９ ６７３２９

６ ｓｋüｄａｒ １９２６年 老城区 ５２４８８９ ５４０６１７

７ Ｂｅｙｋｏｚ １９２８年 老城区 ２４３４５４ ２４９７２７

８ Ｋａｒｔａｌ １９２８年 老城区 ４２６７４８ ４５７５５２

９ Ｓｉｌｉｖｒｉ １９２８年 老城区 １２４６０１ １６５０８４

１０ Ｂｅ爧ｉｋｔａ爧 １９３０年 老城区 １８５３７３ １９００３３

１１ Ｆａｔｉｈ １９３０年 老城区 ４４３９５５ ４１９３４５

１２ Ｋａｄｋｙ １９３０年 老城区 ５３３４５２ ４６５９５４

１３ Ｓａｒｙｅｒ １９３０年 老城区 ２７７３７２ ３４４１５９

１４ Ｅｙüｐ １９３６年 老城区 ３２３０３８ ３７５４０９

小计 １４个区 ３６４７７３８ ３７８９８０７

１５ 爦ｉ爧ｌｉ １９５４年 交界区 ３１２６６６ ２７４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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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区 （ｌｅ） 建区时间 （Ｋｕｒｕｌｕ爧Ｔａｒｉｈｉ） 类型 ２００８年人口 ２０１５年人口

１６ Ｚｅｙｔｉｎｂｕｒｎｕ １９５７年 交界区 ２８８０５８ ２８９６８５

１７ Ｇａｚｉｏｓｍａｎｐａ爧ａ １９６３年 交界区 ４６０６７５ ５０１５４６

小计 ３个区 １０６１３９９ １０６５２４８

１８ Ｂüｙüｋｅｋｍｅｃｅ １９８７年 原郊区 １６３１４０ ２３１０６４

１９ Ｋｔｈａｎｅ １９８７年 原郊区 ４１５１３０ ４３７９４２

２０ Ｋüüｋｅｋｍｅｃｅ １９８７年 原郊区 ６６９０８１ ７６１０６４

２１ Ｐｅｎｄｉｋ １９８７年 原郊区 ５４１６１９ ６８１７３６

２２ ｍｒａｎｉｙｅ １９８７年 原郊区 ５５３９３５ ６８８３４７

２３ Ｂａｙｒａｍｐａ爧ａ １９９０年 原郊区 ２６８２７６ ２７２３７４

２４ Ａｖｃｌａｒ １９９２年 原郊区 ３３３９４４ ４２５２２８

２５ Ｂａｃｌａｒ １９９２年 原郊区 ７２０８１９ ７５７１６２

２６ Ｂａｈｅｌｉｅｖｌｅｒ １９９２年 原郊区 ５７１６８３ ６０２０４０

２７ Ｇüｎｇｒｅｎ １９９２年 原郊区 ３１４２７１ ３０２０６６

２８ Ｍａｌｔｅｐｅ １９９２年 原郊区 ４１７６０５ ４８７３３７

２９ Ｓｕｌｔａｎｂｅｙｌｉ １９９２年 原郊区 ２８２０２６ ３２１７３０

３０ Ｔｕｚｌａ １９９２年 原郊区 １７０４５３ ２３４３７２

３１ Ｅｓｅｎｌｅｒ １９９３年 原郊区 ４６４５５７ ４５９９８３

３２ Ａｒｎａｖｕｔｋｙ ２００８年 原郊区 １６３５１０ ２３６２２２

３３ Ａｔａ爧ｅｈｉｒ ２００８年 原郊区 ３５１０４６ ４１９３６８

３４ Ｂａ爧ａｋ爧ｅｈｉｒ ２００８年 原郊区 ２０７５４２ ３５３３１１

３５ Ｂｅｙｌｉｋｄüｚü ２００８年 郊区 １８５６３３ ２７９９９９

３６ ｅｋｍｅｋｙ ２００８年 原郊区 １４７３５２ ２３１８１８

３７ Ｅｓｅｎｙｕｒｔ ２００８年 原郊区 ３７３０１７ ７４２８１０

３８ Ｓａｎｃａｋｔｅｐｅ ２００８年 原郊区 ２２９０９３ ３５４８８２

３９ Ｓｕｌｔａｎｇａｚｉ ２００８年 原郊区 ４４４２９５ ５２１５２４

小计 ２２个区 — — ７９８８０２７ ９８０２３７９

总计 ３９个区 — — １２６９７１６４ １４６５７４３４

　　资料来源：ＴüｒｋｉｙｅＣｕｍｈｕｒｉｙｅｔｉｉ爧ｌｅｒｉＢａｋａｎｌ（土耳其共和国内政部长）， ｌｖｅ ｌｅＫｕｒｕｌｕ爧Ｔａｒｉｈｌｅｒｉ

（全国各省与各区的历史），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ｉｌｌｅｒｉｄａｒｅｓｉｇｏｖｔｒ／ｉｌｖｅｉｌｃｅｋｕｒｕｌｕｓｔａｒｉｈｌｅｒｉ，ｐｐ４２－４３；ＭｕｒａｔＣｅ

ｍａｌＹａｌｃｉｎｔａｎａｎｄＡｄｅｍＥｒｄｅｍＥｒｂａｓ，“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ｏ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６４，２００３，ｐｐ９１－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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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扩张与社会矛盾激化
如上所述，伊斯坦布尔在共和国政府建立后人口和建成面积都不断扩张。尤

其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自由化改革后，这一趋势空前加速。伊斯坦布尔自身人口
的内生性增长和外来移民的外生性人口增长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就业机会等均不

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外来移民的集聚逐渐造成棚户区、高失业率等严重的社

会、经济和治安问题。

第一，新移民的涌入和集聚使得伊斯坦布尔老城区 （核心城区）周围形成

了大量的棚户区。在新移民大量涌入之前，伊斯坦布尔老城区附近的郊区曾是老

城区居民休闲度假甚至是置业的热门目的地。以巴赫切利埃弗雷希

（Ｂａｈｅｌｉｅｖｌｅｒ）为例， “巴赫切利埃弗雷希”的字面意思即 “很多带花园的房

子”。① 该区在８０年代以前原本以豪华住房区为主，该区也因此得名。随着８０
年代后的经济快速发展，大量移民迁入，原有城建环境被打乱，所谓的 “带花

园的房子”已名不副实。与巴赫切利埃弗雷希一样，伊斯坦布尔的多数郊区最

终逐渐沦为棚户区。

第二，如前所述，伊斯坦布尔市区的人口在经济自由化改革以后急速增长。

但与此同时，该市的棚户区占整个城区的比例却由１９６０年的４５％增长至１９９５年
的５０％。此后，土耳其中央政府和伊斯坦布尔地方政府均曾在不同程度上改造
和翻新棚户区。棚户区的不断翻新和重现以及央地统计部门的不协调使得棚户区

占比的具体数据极为模糊。仅从已知的数据来看，该市的名义上的棚户区居民或

者实际上的棚户区居民仍不在少数。以２０００年为例，土耳其统计局和伊斯坦布
尔市当地政府的数据分别显示，伊斯坦布尔约有８８６０万栋或者１０７０８万栋建
筑物属于所谓的 “棚户”。② 即便以全国人均３３人的家庭规模计算，伊斯坦布
尔２０００年度也有２９２万—３５３万人居住在 “棚户”里。③ 根据前文提及的 《晨

报》（Ｓａｂａｈ）的数据，即便是２０１１年时，伊斯坦布尔仍有６０％—６５％的人居住
在 “棚户”中。如果此数据为真，这意味着２０１１年该市尚有８１７万—８８５万的
市民居住在棚户中。④

５９１

城镇化与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

①

②

③

④

在土耳其语中，Ｂａｈｅ意为 “花园”，Ｂａｈｅｌｉ意为 “有花园的”；ｅｖ表示 “房子、家”，ｌｅｒ是名
词复数后缀。因此，Ｂａｈｅｌｉｅｖｌｅｒ连写即 “很多带花园的房子”。

ＡｈｍｅｔＯｚｅｎｃ，“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ｉｔｙ，”Ｌａｕｒｅａ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ｌ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
ｔｉｃａＰｏｌｉｔｅｃｎｉｃｏｄｉＭｉｌａｎ，２０１３，ｐ３６

实际上，棚户区居民的家庭规模高于全国平均家庭规模。

该年度伊斯坦布尔人总人口约为１３６２万人。



埃尔多安就自称来自伊斯坦布尔的 “郊区孩子”。的确，埃尔多安父亲来自

土耳其东北部黑海沿岸的里泽省 （Ｒｉｚｅ）的居乃苏 （土耳其语：Ｇüｎｅｙｓｕ）。埃
尔多安在１３岁时随父迁居伊斯坦布尔的卡森帕夏。一方面，埃尔多安的原生家
庭来自极为保守的里泽省，其父本人亦是保守的穆斯林。另一方面，卡森帕夏虽

然在帝国时期是土耳其的重要工业化基地之一，但到了埃尔多安童年时期，卡森

帕夏早已成为伊斯坦布尔污染最严重的市区之一。随着卡森帕夏的衰落和１９６０
年左右政府放宽公民向大城市迁徙的限制，来自中部和东部省份的移民开始不断

在此聚居。埃尔多安的家庭正是在这一时期迁居卡森帕夏。为了补贴家用，埃尔

多安小时候曾经常与其母亲一起在卡森帕夏的街道上贩售零食。① 由此可见，埃

尔多安的个人人生轨迹的确是一个典型的 “郊区孩子”，而其家庭则是城市精英

眼中典型的 “乡下人”（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ｌｕ）或者说更具歧视性的 “郊区佬”

（Ｖａｒｏ爧ｌｕ）。
需要注意的是，埃尔多安时代的 “郊区孩子”与本文考察时间段的 “郊区

孩子”略有不同。埃尔多安父亲艾哈迈德·埃尔多安 （ＡｈｍｅｔＥｒｄｏａｎ）是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左右迁居伊斯坦布尔的，之前其父曾在土耳其海岸警卫队 （土耳其

语：ＳａｈｉｌＧüｖｅｎｌｉｋＫｏｍｕｔａｎｌ）中服役，退役后成为一名水手和船长。简言之，
埃尔多安的父亲虽然来自偏远的里泽省，但其仍然掌握某种职业技能。与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移民不同，自由化改革后迁居伊斯坦布尔的新移
民多为乡村居民，就业能力偏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迁至伊斯坦布尔的棚户区
居民面临更严峻的就业、收入困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的 “郊区孩子”也面临

比埃尔多安时代更严峻的 “棚户区问题代际遗传”。

第三，棚户区的增多造成了大量的城市治安问题。埃森雷希 （Ｅｓｅｎｌｅｒ）
是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的一个市区。该区在１９７０年以前仅仅是一个村庄。在
十余年间，乡村居民大量迁居该地，该地人口随之暴增至３５万人。为了便于
管理，伊斯坦布尔随即在１９９３年将该地升格为 “市区”。设区后的埃森雷希

一共分为１７个街道。该区居民各自以籍贯为基础而分别聚居。与多数棚户区
一样，埃森雷希也广泛存在各种地域、宗教、房屋、经济和劳务纠纷。比如，

居住在该区的吉卜赛人②就时常与附近的锡尔特人发生争执。吉卜赛人经济地

位低下，处于该区的最底层，多数人从事拾荒等职业，而来自东部的锡尔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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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ｏｎｅｒＣａｇａｐｔａｙ，ＴｈｅＮｅｗＳｕｌｔａｎ：Ｅｒｄｏｇ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ＴｕｒｋｅｙＩＢＴａｕｒｉｓ（Ｋｉｎｄｌ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ｐｐ４７－５５

土耳其人称吉卜赛人为 “罗马人”（Ｒｏｍａｎｓ）。



则多从事小摊贩、劳动力服务等职业，经济状况稍好。两个毗邻的群体长期敌

视，一方如果不慎越界进入另一方的街区即往往引发冲突。２００２年３月２日至３
日，埃森雷希的一名吉卜赛人和来自东部锡尔特省的移民之间发生争执并最终演

变为数百人的械斗和枪战，直到特警介入，械斗方才得到平息。械斗事件一时间

成为波及土耳其全国的恶性新闻。伊斯坦布尔也因此而被称为 “土耳其的得克

萨斯州”①。

愈演愈烈的治安问题给伊斯坦布尔市政管理带来巨大压力。在组建正发党

之前便担任伊斯坦布尔市市长的埃尔多安就曾认为棚户区问题严重威胁大城市

的秩序、阻碍文明程度，并建议用迁移证 （土耳其语：Ｎａｋｉｌｉｌｍｕｈａｂｅｒｉ）的形
式来严格限制这种无序迁移。② 埃尔多安在担任总理后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也重

申其试图采用 “迁移证”来限制无序移民的政策构想。在演讲中，埃尔多安

还以诘问的语气讲到：“你来伊斯坦布尔干什么？你在伊斯坦布尔有工作吗？

你在伊斯坦布尔有房子吗？”③ 需要注意的是，埃尔多安及其政党反复宣称同情

棚户区居民及其他社会中的边缘群体。但就棚户区这一问题本身而言，他的政策

表态又无疑是反对无序移民和棚户区问题的。从这一点来看，可见棚户区问题本

身的严峻性。

（三）正发党在伊斯坦布尔的崛起
截至２０００年伊斯坦布尔接近６５％的建筑是棚户区。鉴于棚户区居民平均家

庭人口数量相对较大，其整体选民的数量更是接近整个伊斯坦布尔的 ７５％左
右。④ 伊斯坦布尔深刻的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在历次的全国议会选举和地

方选举中体现出来。自１９８３年军政府统治结束和１９８４年伊斯坦布尔大都会区设
立以来，伊斯坦布尔已经举行了７次地方选举 （Ｙｅｒｅｌｓｅｉｍｌｅｒｉ）和９次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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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ＴａｈｉｒｅＥｒｍａｎａｎｄＡｓｌｙｈａｎＥｋｅ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ｒｂａｎ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２０００ｓｗｉｔｈａ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ＥｓｅｎｌｅｒＣａｓｅ，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Ｃｉｔｉｅｓ，ｖｏｌ２１，ｎｏ１，
２００４，ｐｐ５９－６１

当年度全国总人口约为６８５０万人。可参见ＮｅｓｌｉｈａｎＤｅｍｉｒｔａ爧ａｎｄＳｅｈｅｒ爦ｅｎ，“Ｖａｒｏ爧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
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１，２００７，ｐ９９。

土耳其原文为 “Ｎｅｄｅｎ ｓｔａｎｂｕｌａｇｅｌｉｙｏｒｓｕｎ， ｓｔａｎｂｕｌｄａｉ爧ｉｎｖａｒｍ，ｅｖｉｎｖａｒｍ？”参见 ｈｔｔｐ：／／
ｔ２４ｃｏｍｔｒ／ｈａｂｅｒ／ｅｒｄｏｇａｎ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ａｖｉｚｅｕｙｇｕｌａｎｓｉｎｄｅｄｉｍｋａｒｓｉｃｉｋｔｉｌａｒｇｏｃｅｎｇｅｌｌｅｎｍｅｌｉｙｄｉ，２２４４１２。

ＭｕｒａｔＣｅｍａｌＹａｌｃｉｎｔａｎａｎｄＡｄｅｍＥｒｄｅｍＥｒｂａｓ，“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ｏ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６４，２００３，ｐｐ９４－９５



全国议会选举 （Ｇｅｎｅｌｓｅｉｍｌｅｒｉ）。①

就地方选举而言，除祖国党 （厄扎尔所属政党）和社会民主党 （Ｓｏｓｙａｌｄｅ
ｍｏｋｒａｔＨａｌｋＰａｒｔｉ，ＳＨＰ）分别赢得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９年两次选举外，伊斯坦布尔
剩下的５次地方选举均为伊斯兰背景的政党所赢得。其中，繁荣党和美德党分别
赢得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９年的选举，此后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４年三次地方选举均
为后成立的正发党赢得。换言之，自１９９４年以后，伊斯兰背景的政党已经在伊
斯坦布尔地区站稳脚跟。

就全国议会选举而言，１９８３年时伊斯坦布尔分为６个选区，祖国党赢得全
部６个选区；１９８７年时伊斯坦布尔一共分为８个选区，祖国党赢得８个中的７
个，社会民主党 （ＳＨＰ）赢得１个；１９９１年时，伊斯坦布尔一共分为９个选区，
祖国党赢得了其中的８个，而此时已经初露锋芒的繁荣党赢得第九选区，并在其
他选区有不俗表现。到１９９５年全国议会选举时，繁荣党 （ＲＰ）在伊斯坦布尔三
大选区的选举优势已经相当明显，其在伊斯坦布尔第一、第二和第三选区的得票

率分别高达２３７６％、２５１３％和２３０５％，且均拔得三大选区的头筹。但需要指
出的是，繁荣党在伊斯坦布尔的优势并不是绝对的，祖国党 （ＡＮＡＰ）、民主左
翼党 （ＤＳＰ）和共和人民党等政党也均有不俗表现，三党各自得票率与繁荣党的
差距并不大。② 换言之，在１９９１年之后和２００２年之前，伊斯兰背景的政党已经
开始逐渐在伊斯坦布尔站稳脚跟。

如果进一步观察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５年这四次全国议会选举
结果，不难发现，正发党在伊斯坦布尔三个选区 （２００２年后整合为３个选区）
赢得议席数整体呈增长趋势。比如在第一选区，正发党赢得的议席就从２００２年
的１４席增加到了２０１５年的１６席，在第二选区和第三选区的选举结果也大致呈
上升或持平趋势。鉴于伊斯坦布尔在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５年的四次选举中的总议席增
加了１８个左右，因此考察正发党在三个选区赢得总议席数和所占三个选区议席
数总量的百分比也有较大参考意义。首先，正发党在伊斯坦布尔三个选区赢得的

总议席数显然有部分增长。其次，就其所赢得的席位所占三个选区总议席数的比

例而言，其在四次选举中的整体占比均超过５０％。换言之，正发党在全国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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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自１９８３年以来土耳其一共举行了１０次全国议会选举，但由于２０１５年６月份的全国议会
选举选票分散，最终导致悬浮议会，故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重选。故此次选举可视为无效选举。

ＴüｒｋｉｙｅＢüｙüｋＭｉｌｌｅｔＭｅｃｌｉｓｉ 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ｉｔｅｓｉ（土耳其语大国民会议网站），“ＴüｒｋｉｙｅＣｕｍｈｕｒｉｙｅｔｉＭｉｌｌｅ
ｔｖｅｋｉｌｉＧｅｎｅｌＳｅｉｍｌｅｒｉ：１９９５ＹｌＧｅｎｅｌＳｅｉｍｌｅｒｉｎｄｅＰａｒｔｉｌｅｒｉｎＡｌｄｋｌａｒＯｙｌａｒｖｅＯｒａｎｌａｒ（土耳其共和国议会：
１９９５年议会选举各党得票及得票率），”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ｂｍｍｇｏｖｔ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ｏｗａ／ｓｅｃｉｍｌｅｒｓｅｃｉｍｄｅｋｉ＿ｐａｒｔｉｌ
ｅｒ？ｐ＿ｓｅｃｉｍ＿ｙｉｌｉ＝１９９５



收入水平最高的伊斯坦布尔占据绝对的选举优势。

　表９ 伊斯坦布尔三个选区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间历次全国议会选举基本状况

选区 包含市区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第一

选区

Ａｄａｌａｒ
Ａｔａ爧ｅｈｉｒ
Ｂｅｙｋｏｚ
ｅｋｍｅｋｙ
Ｋａｄｋｙ
Ｋａｒｔａｌ
Ｍａｌｔｅｐｅ
Ｐｅｎｄｉｋ
Ｓａｎｃａｋｔｅｐｅ
Ｓｕｌｔａｎｂｅｙｌｉ
爦ｉｌｅ
Ｔｕｚｌａ
ｍｒａｎｉｙｅ
ｓｋüｄａｒ

正发党 １４席 １３席 １６席 １６席

共人党 １０席 ８席 １１席 １１席

其他 ０席 ３席 ３席 ４席

小计 １４个市区 ２４席 ２４席 ３０席 ３１席

第二

选区

Ｂａｙｒａｍｐａ爧ａ
Ｂｅ爧ｉｋｔａ爧
Ｂｅｙｏｌｕ
Ｅｓｅｎｌｅｒ
Ｅｙüｐ
Ｆａｔｉｈ

Ｇａｚｉｏｓｍａｎｐａ爧ａ
Ｋａｔｈａｎｅ
Ｓａｒｙｅｒ
Ｓｕｌｔａｎｇａｚｉ
爦ｉ爧ｌｉ

Ｚｅｙｔｉｎｂｕｒｎｕ

正发党 １３席 １２席 １５席 １４席

共人党 ８席 ７席 ９席 ８席

其他 ０席 ２席 ３席 ４席

小计 １２个市区 ２１席 ２１席 ２７席 ２６席

第三

选区

Ａｒｎａｖｕｔｋｙ
Ａｖｃｌａｒ
Ｂａｃｌａｒ
Ｂａｈｅｌｉｅｖｌｅｒ
Ｂａｋｒｋｙ
Ｂａ爧ａｋ爧ｅｈｉｒ
Ｂｅｙｌｉｋｄüｚü
Ｂüｙüｋｅｋｍｅｃｅ
ａｔａｌｃａ
Ｅｓｅｎｙｕｒｔ
Ｇüｎｇｒｅｎ

Ｋüüｋｅｋｍｅｃｅ
Ｓｉｌｉｖｒｉ

正发党 １６席 １４席 １５席 １６席

共人党 ９席 ７席 ９席 ９席

其他 ０席 ３席 ４席 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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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选区 包含市区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小计 １３个市区 ２５席 ２４席 ２８席 ３１席

总计 ３９个市区 — ７０席

正发党

（４３）

共人党

（２７）

６９席

正发党

（３９）

共人党

（２２）

８５席

正发党

（４６）

共人党

（２９）

８８席

正发党

（４６）

共人党

（２７）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七　结论

借鉴恰普泰等人的初步探索，本文继续深入探讨了城镇化与土耳其政治伊斯

兰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集中连续地论证了以下四点。

第一，经济收入水平与伊斯兰政党的支持率呈负相关关系。分析发现，除伊

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等人均收入偏高省份以及库尔德人聚居省份外，经

济收入水平与正发党的支持率高度负相关。在土耳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历次
全国议会选举、总统选举和全民公投中，经济收入水平差异与选民投票倾向之间

的负相关关系无不清晰可见。

第二，土耳其城乡居民之间存在明显的收入差异，意即乡村居民的人均收入

远远低于城市居民。综合第一点和该点得知，乡村居民相较于城市居民更支持伊

斯兰政党。

第三，土耳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经济自由化改革以后大规模的城镇化导致大

量中部省份和东部省份的乡村居民迁居主要城市。乡村移民 （主要是青年男

性）的大规模迁徙构成了该地区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城镇化一方面实

现了一定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城镇化带来了诸多严峻的社会问

题。比如，移民人口集中涌向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或首都安卡拉，城镇人口的

剧烈增长造成了极大的就业压力，大量青年人群陷入不稳定就业甚至完全失业

的困境。与此同时，城镇地区的基础设施又往往未能与剧增的人口同步，城镇

地区的住房形势严重恶化，大量贫民窟由此形成。原本就更倾向于政治伊斯兰

的乡村居民在移居城镇地区以后基本上依旧维持着既有的政治倾向。随着城镇

地区社会状况的恶化，城镇地区的乡村移民逐渐成为伊斯兰政党的群众基础

（票仓）。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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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土耳其特殊的议会选举制度下，大规模的城镇化也使得伊斯兰政党

原本分散且易于浪费的选民基础转移至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等关键选

举省份。这种选民的转移使得伊斯兰政党支持者的选票效用以 “聚零为整”的

形式发挥出来。

正是得益于以上四点，土耳其伊斯兰政党在城镇地区和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率

不断上升并得到持续的巩固，这种支持率的上升则最终以地区选举和全国性议会

选举的胜利体现出来。

透过全文的分析和结论可知，城镇化这一全球趋势并非全然积极正面。在

缺乏城乡协调发展的社会，城镇地区势必成为全国核心资源的集中地，全国人

口也将向极个别中心城市聚集，失业率增加、人口拥堵等社会问题也会接踵而

至。更重要的是，城镇人口更容易实现政治动员。在政府不能有效引导民意的

情况下，城镇人口增加带来的政治动员便利往往成为反对派崛起的关键社会背

景。如此观之，顾炎武所谓的 “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的论断仍不完

全过时。

此外，为了避免重复前人研究和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本文仅选择了城

镇化这一视角。这显然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对诸如国际格局、国内政治等其他核心

原因的探索，似有挂一漏万之嫌。因此，本文欢迎其他具有创新价值的非城镇化

视角解释的提出。

最后，凭借翔实的数据，本文在几处初步运用了量化方法和数据可视化的研

究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有助于研究结果的清晰呈现。但由于部分数据的不可获得

性，本文并未通篇运用。如有可能，本文亦欢迎进一步的钻研探索。

　附表１ 土耳其省份中土双语对应表及各自议会席位分布

序号 土耳其语名称 中文名 议会席位

１ Ａｄａｎａ 阿达纳省 １４

２ Ａｄｙａｍａｎ 阿德亚曼省 ５

３ Ａｆｙｏｎｋａｒａｈｉｓａｒ 阿菲永卡拉希萨尔省 ５

４ Ａｒ 阿勒省 ４

５ Ａｍａｓｙａ 阿马西亚省 ３

６ Ａｎｋａｒａ 安卡拉省 （３２）
１８（第一选区）

１４（第二选区）

７ Ａｎｔａｌｙａ 安塔利亚省 １４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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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土耳其语名称 中文名 议会席位

８ Ａｒｔｖｉｎ 阿尔特温省 ２

９ Ａｙｄｎ 艾登省 ７

１０ Ｂａｌｋｅｓｉｒ 巴勒克埃西尔省 ８

１１ Ｂｉｌｅｃｉｋ 比莱吉克省 ２

１２ Ｂｉｎｇｌ 宾格尔省 ３

１３ Ｂｉｔｌｉｓ 比特利斯省 ３

１４ Ｂｏｌｕ 博卢省 ３

１５ Ｂｕｒｄｕｒ 布尔杜尔省 ３

１６ Ｂｕｒｓａ 布尔萨省 １８

１７ ａｎａｋｋａｌｅ 恰纳卡莱省 ４

１８ ａｎｋｒ 昌克勒省 ２

１９ ｏｒｕｍ 乔鲁姆省 ４

２０ Ｄｅｎｉｚｌｉ 代尼兹利省 ７

２１ Ｄｉｙａｒｂａｋｒ 迪亚巴克尔省 １１

２２ Ｅｄｉｒｎｅ 埃迪尔内省 ３

２３ Ｅｌａｚ 埃拉泽省 ４

２４ Ｅｒｚｉｎｃａｎ 埃尔津詹省 ２

２５ Ｅｒｚｕｒｕｍ 埃尔祖鲁姆省 ６

２６ Ｅｓｋｉ爧ｅｈｉｒ 埃斯基谢希尔省 ６

２７ Ｇａｚｉａｎｔｅｐ 加济安泰普省 １２

２８ Ｇｉｒｅｓｕｎ 吉雷松省 ４

２９ Ｇüｍü爧ｈａｎｅ 居米什哈内省 ２

３０ Ｈａｋｋｒｉ 哈卡里省 ３

３１ Ｈａｔａｙ 哈塔伊省 １０

３２ Ｉｓｐａｒｔａ 伊斯帕尔塔省 ４

３３ Ｍｅｒｓｉｎ 梅尔辛省 １１

３４ ｓｔａｎｂｕｌ 伊斯坦布尔省 （８８）

３１（第一选区）

２６（第二选区）

３１（第三选区）

３５ ｚｍｉｒ 伊兹密尔省 （２６）
１３（第一选区）

１３（第二选区）

３６ Ｋａｒｓ 卡尔斯省 ３

３７ Ｋａｓｔａｍｏｎｕ 卡斯塔莫努省 ３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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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土耳其语名称 中文名 议会席位

３８ Ｋａｙｓｅｒｉ 开塞利省 ９

３９ Ｋｒｋｌａｒｅｌｉ 克尔克拉雷利省 ３

４０ Ｋｒ爧ｅｈｉｒ 克尔谢希尔省 ２

４１ Ｋｏｃａｅｌｉ 科贾埃利省 １１

４２ Ｋｏｎｙａ 科尼亚省 １４

４３ Ｋüｔａｈｙａ 屈塔希亚省 ４

４４ Ｍａｌａｔｙａ 马拉蒂亚省 ６

４５ Ｍａｎｉｓａ 马尼萨省 ９

４６ Ｋａｈｒａｍａｎｍａｒａ爧 卡赫拉曼马拉什省 ８

４７ Ｍａｒｄｉｎ 马尔丁省 ６

４８ Ｍｕｌａ 穆拉省 ６

４９ Ｍｕ爧 穆什省 ３

５０ Ｎｅｖ爧ｅｈｉｒ 内夫谢希尔省 ３

５１ Ｎｉｄｅ 尼代省 ３

５２ Ｏｒｄｕ 奥尔杜省 ５

５３ Ｒｉｚｅ 里泽省 ３

５４ Ｓａｋａｒｙａ 萨卡里亚省 ７

５５ Ｓａｍｓｕｎ 萨姆松省 ９

５６ Ｓｉｉｒｔ 锡尔特省 ３

５７ Ｓｉｎｏｐ 锡诺普省 ２

５８ Ｓｉｖａｓ 锡瓦斯省 ５

５９ Ｔｅｋｉｒｄａ 泰基尔达省 ６

６０ Ｔｏｋａｔ 托卡特省 ５

６１ Ｔｒａｂｚｏｎ 特拉布宗省 ６

６２ Ｔｕｎｃｅｌｉ 通杰利省 ２

６３ 爦ａｎｌｕｒｆａ 尚勒乌尔法省 １２

６４ Ｕ爧ａｋ 乌沙克省 ３

６５ Ｖａｎ 凡城省 ８

６６ Ｙｏｚｇａｔ 约兹加特省 ４

６７ Ｚｏｎｇｕｌｄａｋ 宗古尔达克省 ５

６８ Ａｋｓａｒａｙ 阿克萨赖省 ３

６９ Ｂａｙｂｕｒｔ 巴伊布尔特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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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土耳其语名称 中文名 议会席位

７０ Ｋａｒａｍａｎ 卡拉曼省 ２

７１ Ｋｒｋｋａｌｅ 克勒克卡莱省 ３

７２ Ｂａｔｍａｎ 巴特曼省 ４

７３ 爦ｒｎａｋ 舍尔纳克省 ４

７４ Ｂａｒｔｎ 巴尔滕省 ２

７５ Ａｒｄａｈａｎ 阿尔达汉省 ２

７６ Ｉｄｒ 厄德尔省 ２

７７ Ｙａｌｏｖａ 亚洛瓦省 ２

７８ Ｋａｒａｂüｋ 卡拉比克省 ２

７９ Ｋｉｌｉｓ 基利斯省 ２

８０ Ｏｓｍａｎｉｙｅ 奥斯曼尼耶省 ４

８１ Ｄüｚｃｅ 迪兹杰省 ３

　　注：其中议会席位根据２０１４年人口普查数据分配。

资料来源：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Ｔｕｒｋｅｙ，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２０１５，ｐ８１

　附表２ 正发党创始成员籍贯统计

序号 姓名 籍贯 所属地区① 出生年份

１ 埃尔多安 （ＲｅｃｅｐＥｒｄｏａｎ） 里泽省居乃苏 东部 １９５４年

２ 阿克塔石 （ＡｈｍｅｔＡｋｔａ爧） 马拉蒂亚省 东部 １９５１年

３ 布玉克卡亚 （ＡｌａａｔｔｉｎＢüｙüｋｋａｙａ） 托卡特省 中东部 １９５０年

４ 杜马诺鲁 （ＡｌｉＡｙｄｎＤｕｍａｎｏｌｕ） 特拉布宗省 东部 １９４４年

５ 巴巴江 （ＡｌｉＢａｂａｃａｎ） 安卡拉省
中部 （安纳托

利亚地区）
１９６７年

６ 阿尔斯兰 （ＡｌｉｈｓａｎＡｒｓｌａｎ）
安卡拉出生，籍贯

迪亚巴克尔
东部 １９６９年

７ 卡武希图 （ＡｌｉＹüｋｓｅｌＫａｖｕ爧ｔｕ） 乔鲁姆省 中东部 １９３７年

８ 帛瑚尔蕾西 （Ａｙ爧ｅＢｈüｒｌｅｒ） 开塞利省 中部 １９６３年

９ 库尔陀璐 （Ａｙ爧ｅｎｕｒＫｕｒｔｏｌｕ） 锡瓦斯省 东部 １９６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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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 “地区”并非土耳其国内政治地理中的几大区域，此处所谓的 “地区”是地理意义上的

地区。



续表

序号 姓名 籍贯 所属地区 出生年份

１０
耶伊尔德勒姆

（ＢｉｎａｌｉＹｌｄｒｍ）①
埃尔津詹省拉法西野

（Ｒｅｆａｈｉｙｅ）
东部 １９５５年

１１ 裕伦 （Ｈａｌｉｌｒüｎ）
科尼亚省玉纳克

（Ｙｕｎａｋ）
中部 （安纳托

利亚地区）
１９４７年

１２ 库祖 （ＢｕｒｈａｎＫｕｚｕ）
开塞利省德威利

（Ｄｅｖｅｌｉ）
中部 （安纳托

利亚地区）
１９５５年

１３ 盖蒂克利 （ＢüｌｅｎｔＧｅｄｉｋｌｉ） 特拉布宗省 东部 １９６４年

１４ 卡马吉尔 （ＣｅｍａｌＫａｍａｃ） 特拉布宗省 东部 １９４３年

１５ 渥拉尔 （ＥｒｏｌＯｒａｌ） 埃尔祖鲁姆省 东部 １９４４年

１６ 古尔多安 （ＥｒｓｉｎＮａｚｉｆＧüｒｄｏａｎ）
埃斯基谢希尔米哈

乐切克 （Ｍｉｈａｌｋ）
中西部 １９４５年

１７ 撒拉乔鲁 （ＦａｔｉｈＲｅｃｅｐＳａｒａｏｌｕ） 布尔杜尔省 西南部 １９５２年

１８ 阿克希特 （ＧüｌｄａｌＡｋ爧ｉｔ） 马拉蒂亚省 东部 １９６０年

１９ 艾洛尔 （ＧüｒｓｏｙＥｒｏｌ）
托卡特省图尔哈

（Ｔｕｒｈａｌ）
中东部 １９５６年

２０ 扎布素 （ＨＣüｎｅｙｄＺａｐｓｕ）
生于伊斯坦布尔，籍贯

凡城省巴什卡莱

（Ｂａｓｋａｌｅ）
东部 １９５６年

２１ 谷奈茜 （ＨａｂｉｂｅＧüｎｅｒ） 博卢省 中西部 １９５８年

２２
多阿内里

（ＨａｌｉｌＣａｎｅｒＤｏａｎｅｌｉ）
安卡拉

中部 （安纳

托利亚地区）
１９４９年

２３ 伊派克 （Ｈａｌｕｋ ｐｅｋ）
阿马西亚省苏鲁沃瓦

（Ｓｕｌｕｏｖａ）
中东部 １９６３年

２４ 麦尔江 （ＨａｓａｎＭｕｒａｔＭｅｒｃａｎ） 阿勒省图塔克 （Ｔｕｔａｋ） 东部 １９５９年

２５ 亚泽吉尔 （ＨａｙａｔｉＹａｚｃ） 里泽省恰耶里 （ａｙｅｌｉ） 东部 １９５２年

２６ 恰拉希 （ｂｒａｈｉｍａｌａｒ） 伊斯坦布尔 西部 １９６０年

２７
易卜拉欣·厄扎尔

（ｂｒａｈｉｍＲｅｙｈａｎ?ｚａｌ）②
生于英国伦敦，籍贯

马拉蒂亚省
东部 １９６５年

５０２

城镇化与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

①

②

现任总理。

土耳其前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的侄子。



续表

序号 姓名 籍贯 所属地区 出生年份

２８ 阿尔巴伊拉克 （ｌｈａｎＡｌｂａｙｒａｋ） 伊斯坦布尔省 西部 １９５４年

２９ 萨菲 （ｓｍａｉｌＳａｆｉ） 里泽省 东部 １９６８年

３０ 乌启马 （ｓｍｅｔＵｍａ）
奥尔杜省法特萨

（Ｆａｔｓａ）
中东部 １９５５年

３１ 阿依瓦 （ＬｏｋｍａｎＡｙｖａ）
科尼亚省多安黑萨希

（Ｄｏａｎｈｉｓａｒ）
中部 （安纳托

利亚地区）
１９６６年

３２ 布鲁特 （ＭｅｈｍｅｔＡｌｉＢｕｌｕｔ） 卡赫拉曼省
中部 （安纳托

利亚地区）
１９５６年

３３
代尼兹奥尔衮

（ＭｅｈｍｅｔＢｅｙａｚｔＤｅｎｉｚｏｌｇｕｎ）
伊斯坦布尔省 西部 １９５４年

３４ 古雷希 （ＭｅｈｍｅｔＨｉｌｍｉＧüｌｅｒ） 奥尔杜省 中东部 １９４９年

３５ 厄兹雷克 （Ｍｅｈｍｅｔ?ｚｌｅｋ） 不明 — —

３６
特克里奥卢

（ＭｅｈｍｅｔＳａｙｍＴｅｋｅｌｉｏｌｕ）
开塞利省

中部 （安纳托

利亚地区）
１９５０年

３７ 查武什奥卢 （Ｍｅｖｌüｔａｖｕ爧ｏｌｕ）①
安塔利亚省阿拉尼亚

（Ａｌａｎｙａ）
西南部 １９６８年

３８ 萨特茜 （ＭｉｈｒｉｍａｈＢｅｌｍａＳａｔｒ） 埃尔祖鲁姆省 东部 １９６１年

３９ 卡克 （ＭｕａｍｍｅｒＫａｋ） 比特利斯省 东部 １９５０年

４０ 卡尔斯利 （ＭｕｈａｒｒｅｍＫａｒｓｌ）
科贾埃利省伊兹密特

（ ｚｍｉｔ）
西部 １９３８年

４１ 陀兹乔肯 （ＭｕｈａｒｒｅｍＴｏｚｋｅｎ） 埃斯基谢希尔省份 中西部 １９４６年

４２ 亚尔钦塔石 （ＭｕｒａｔＹａｌｎｔａ爧）
生于伊斯坦布尔，

籍贯安卡拉

中部 （安纳托

利亚地区）
１９６５年

４３ 乌纳尔 （Ｍｕｓｔａｆａｎａｌ）
卡拉比克省萨夫兰博卢

（Ｓａｆｒａｎｂｏｌｕ）
中西部 １９４８年

４４ 艾克仁 （ＮａｚｍＥｋｒｅｎ） 伊斯坦布尔省 西部 １９５６年

４５ 巴茜 （ＮｉｍｅｔＢａ爧） 卡拉曼省
中部 （安纳托

利亚地区）
１９６５年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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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任外交部部长。



续表

序号 姓名 籍贯 所属地区 出生年份

４６ 努拉依·渥拉尔 （ＮｕｒａｙＯｒａｌ） 马尼萨省 西部 １９３６年

４７ 贾尼克里 （ＮｕｒｅｔｔｉｎＣａｎｉｋｌｉ） 吉雷松省 中东部 １９６０年

４８ 斐立兹 （ＯｓｍａｎＮｕｒｉＦｉｌｉｚ） 代尼兹利省恰尔 （ａｌ） 西南部 １９５０年

４９ 德内梅齐 （ＲｅｈａＤｅｎｅｍｅ） 埃拉泽省 东部 １９６１年

５０ 厄兹托普拉克 （Ｒｅｍｚｉｙｅ?ｚｔｏｐｒａｋ） 安卡拉省
中部 （安纳托

利亚地区）
１９４９年

５１ 古齐率 （ＳａｍｉＧüｌü） 科尼亚省
中部 （安纳托

利亚地区）
１９５０年

５２ 卡拉博艺柯 （ＳｅｍａＫａｒａｂｙｋ） 阿菲永省 中西部 １９７１年

５３ 拉马丹奥卢 （ＳｅｍａＲａｍａｚａｎｏｌｕ） 代尼兹利省 西南部 １９５９年

５４ 亚夏茜 （ＳｅｒａｐＹａｈ爧ｉＹａ爧ａｒ） 安卡拉省
中部 （安纳托

利亚地区）
１９６５年

５５ 君度资 （ＳüｌｅｙｍａｎＧüｎｄüｚ） 特拉布宗省 东部 １９６１年

５６ 迪希礼 （爦ａｂａｎＤｉ爧ｌｉ） 萨卡里亚省 西部 １９５８年

５７
厄兹业伊特奥卢

（Ｔａｍｅｒ?ｚｙｅｉｔｏｌｕ）
巴勒克埃西尔省 西部 １９４２年

５８
阿尔特库拉奇

（ＴａｙｙａｒＡｌｔｋｕｌａ）
卡斯塔莫努省德武雷

卡尼 （Ｄｅｖｒｅｋａｎｉ）
中北部 １９３８年

５９ 西门谢科 （ＣｅｙｈｕｎＹａｓｅｍｉｎ爦ｉｍ爧ｅｋ） 不明 — —

６０ 亚基尔 （ＺｉｙａｅｔｔｉｎＹａｃ） 锡瓦斯省 东部 １９４５年

　　注：凡有中文通译的皆遵循前人译名；没有的则皆为笔者结合土耳其语发音和实际内涵而翻译。比

如，ｄｏａｎ中文多通译为 “多安”，故所有包含该词的人名均以 “多安”译之。而ｔａ爧本意 “石头”，故所

有带有该词的人名皆以 “塔石”译之。

资料来源：ＡｄａｌｅｔｖｅＫａｌｋｎｍａＰａｒｔｉｓｉ（正义与发展党），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ｋｐａｒ

ｔｉｏｒｇｔｒ／ｅｎｇｌｉｓｈ／ｙｏｎｅｔｉｍ／ｋｕｒｕｃｕｕｙｅｌ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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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


